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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從實務面出發，探討目前我國執法機關在扣押、沒收犯罪所得時，出現哪些問題，而國際趨勢及法制現況又是如何等，作一鳥瞰後再聚焦到美國的財產沒收制度。
美國財產沒收制度可謂源遠流長，其單獨對物的民事沒收可以上溯至英國習慣法中的「供神奉獻物」制度（Deodand），後來美國在近代的航海法、關稅法以及南北戰爭與禁酒時期，逐步透過沒收法制維護國家與社會公益，終於發展出現代的財產沒收制度。
現代美國的財產沒收制度分為刑事、行政及民事沒收，其中行政沒收雖限制於車輛及價值500,000美金以下的財產，卻是實務上運用最多的沒收手段。而且行政沒收也是另外二種司法沒收，即刑事與民事沒收案件中，常見的前階段行為，換言之，在當事人對行政沒收表示異議（claim）後，檢察官有義務在一定期間內提出民事沒收或刑事沒收訴訟。而刑事沒收係附隨於刑事審判，檢察官必須先獲致被告的有罪判決，才有機會進行刑事沒收審判程序，反之民事沒收是對物獨立的審判程序，在民事程序的外框下，以優勢證據法則（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決定被告財產是否應被沒收。由於民事沒收的證據門檻不如刑事程序高，使得實務上檢察官傾向以民事沒收程序處理財產沒收案件。
為了印證上述學理在實務上操作情形，本文作者自費前往美國華府，參訪聯邦司法部、聯邦財政部、海關執法局（ICE）等從事扣押沒收犯罪所得之執法機關，見證美國政府在實踐上述財產沒收法制之際，所建置的完備配套措施，而著作「美國財產沒收制度之實務操作現況」一文。最後，本文歸納此行學習所得，提出六大項建議，作為主管機關擬定政策或制訂法令之參考。
除此之外，作者在研究上述專題之餘，有幸參與Stanford大學法學院的課堂學習，而另外撰寫三篇課後心得，包括「從美國『問題解決法庭』檢視我國當今刑事司法政策」、「美國Miranda條款與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5條之比較」、「淺論美國法死刑概況」，將其一併登載於第二篇「其他美國法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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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美國財產沒收制度之研究

第一章、緒論

壹、緣由

隨著經濟、金融之國際化、自由化，以及交通與資訊的蓬勃發展，犯罪的態樣不斷翻新，雖經政府部門的通力合作，積極防制，惟犯罪活動仍層出不窮，新興型態的犯罪活動不斷對執法人員及法令規章提出挑戰，嚴重破壞法律程序，斲傷社會活力，啃噬經濟發展的成果，妨礙國家競爭力的提昇，絕對要採積極有效的措施予以遏止，才能確保全體國民同心協力所創造出來的繁榮與富裕，也才能符合民眾的期望。而有效的犯罪防制措施，除了成功追訴被告犯行並處以重刑外，澈底扣押、沒收犯罪所得亦屬不可或缺之重要工作。因為如果未能有效查扣被告犯罪所得，即便將被告繩之以法，亦不過使其一人一時服刑，本人或家屬將來在外坐享犯罪所得，仍難解社會眾多不平之鳴，而不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反之，剝奪被告犯罪利得，能讓心存僥倖者喪失犯罪利基，從而不敢也不願犯罪。

貳、世界潮流與我國規範

一、國際公約

(一)與查扣及追回犯罪不法所得有關之國際公約

１、聯合國反腐敗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UNCAC)

２、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３、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與精神藥物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４、歐盟關於洗錢、搜索、扣押及沒收犯罪所得之公約(European Treaty Series - No. 141. Convention on Laundering Search Seizure and Confiscation of the Proceeds from Crime)

(二)與查扣及追回犯罪不法所得有關之主要內容

１、司法互助事項

(１) 各國應依據一定程序監控金融資產之移轉，並相互提供情報。

(２) 各國應盡最大可能與其他國家就犯罪所得之搜索、扣押與沒收進行合作。

(３) 各國應合作追回犯罪所得之資產，並建立「沒收分享」機制。

２、國內法制事項

(１)各國應考慮採取「不以刑事有罪判決為前提」之財產沒收制度。

(２)各國均應當採取辨識、追查、凍結及扣押犯罪所得之物的必要措施。

(３)犯罪所得之物不以原物為限，犯罪所得之全部或一部所變得之物，以犯罪所得之物論。

(４)如果這類犯罪所得已經部分或全部轉變或轉化為其他財產，則應當以這類財產代替原犯罪所得而適用上開措施。

二、外國立法例-以德、日、英、美為例

 (一)德國

刑事訴訟法第111條b(保全)第1項、第2項有重要根據可以估計命令追繳、收繳的前提條件已經成立時，可以實施第111條c的扣押對物品予以保全。第94條第3項的規定不受影響。

有重要根據可以估計命令追繳價值補償、收繳價值補償的前提條件已經成立時，為了保全，可以命令第111條d的物的扣押。 

(二)日本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法院於宣告罰金、科刑或追徵之刑時，如認待判決確定時，將無從執行，或認有執行困難之虞時，得依檢察官之聲請或依職權，命被告先行繳納相當於罰金、科料或追徵金額之假繳納判決。

 (三)英國

１、2002年制定專法-犯罪所得法(The Proceeds of Crime Act )

２、設立專責單位-追討財產署(Asset Recovery Agency)，專責被告犯罪不法所得之調查、扣押及執行沒收工作。

３、特定被認定過「犯罪生活型態」之被告，在一定時間內取得之財產及生活花費，均推定是從犯罪而來。

 (四)美國

１、1970年美國RICO法(The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刑事沒收之方式：

(１)收益沒收(proceeds forfeiture)

(２)事業沒收(enterprise forfeiture)

２、以民事沒收為主的發展趨勢

(１) 2000年美國聯邦刑法典民事沒收改革法案(Civil Asset Forfeiture Reform Act，下稱CAFRA)

(２)愛國者法(The USA Patriot Act of 2001 )將民事沒收制度延伸用於反恐法令。

三、我國規範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2項

為保全前項價額之追徵或以財產抵償，得於必要範圍內扣押其財產。

(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7條

犯第三條之罪者，其參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除應發還被害人者外，應予追繳、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者，追徵其價額。

犯第三條之罪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者，除應發還被害人者外，應予追繳、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者，追徵其價額。

為保全前二項之追繳、沒收或追徵，檢察官於必要時得扣押其財產。

(三)洗錢防制法第14條

犯第十一條之罪者，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或第三人者外，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

為保全前項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追徵或財產之抵償，必要時，得酌量扣押其財產。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用之水、陸、空交通工具沒收之。

(四)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

貳、研究目的

過去我國執法人員向來僅重視破案、追訴、定罪等觀念，扣押或沒收犯罪所得一向被歸類刑事執行領域，而受到忽略。長期以來儘管檢察機關在打擊重大犯罪工作上，迭創佳績，卻無法有效扣押或沒收犯罪所得。究其原因可能包括：

1、刑事偵查人員在蒐集證據、確認犯嫌、追訴犯罪之餘，無力追查資金，凍結資產或扣押沒收犯罪所得。

2、在未有效查扣、沒收犯罪所得之前，檢察官所受理的案件即得終結，致使檢察官缺乏持續追查犯罪所得的動機。甚至因擔憂延遲案件終結，而排斥認真追查犯罪所得。

3、犯罪手法日益複雜，刑事偵查人員欠缺專業資金追查能力，無以有效證明被告財產與其犯罪所得之關係。

4、法院要求檢察官舉證證明被告財產屬於犯罪所得之證據門檻與證明被告有罪之程度相當，使實務上真正沒收之犯罪所得相當有限。

法務部自97年間起，加強推動此項工作，並於2008年8月間報奉行政院核定將「加強查扣貪瀆、重大經濟犯罪、毒品等案件犯罪所得」列為中程施政計畫（2009至2012年度），在追討範圍上由上述犯罪類型逐步擴及行政院治安會報重點工作槍砲、詐欺、妨害風化、暴力討債等項目。另外在法制面部分，法務部於2009年2月間成立「查扣犯罪所得法令研修工作小組」，針對目前扣押沒收犯罪所得相關法制上缺失進行研修，並於2011年初提出具體修法建議方案。此項工作可以說正處於方興未艾階段，法務部所提修法方案是否可行，將來推動可能遭遇如何之法律與實務問題等，均有待汲取各國法制經驗，提供我國未來解決問題之參考。筆者此次奉派前往美國，目的即在深入研究上述美國法制，期能帶回該國沒收法制中，我國法得以借鏡之處，以協助我國建立可長可久的犯罪財產沒收制度。
第二章、美國財產沒收制度之起源

壹、英國法時期

一、供神奉獻物制度（Deodand）

美國法上沒收制度濫觴於英國習慣法（common law）之「供神奉獻物」（Deodand）制度（以下簡稱奉獻制度），Deodand一字源於拉丁文deo dandum，意指「獻給上天(given to God)」。根據學者研究，英國習慣法的奉獻制度有兩種起源，其一是聖經上的奉獻物（Biblical deodand），其二是對不祥物權利的放棄（noxal surrender）。前者可以追溯到聖經出埃及記所謂：「如果一頭牛撞死人，應以石頭將其擊斃，且不得食其肉。」此時處死牛的動作被視為對於猝死者靈魂的補償。但學者Jacob J. Finkelstein卻不認為聖經奉獻物是奉獻制度的起源，而應該是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傳統風俗中對不祥物權利的放棄，他認為被石頭擊斃的公牛其實是人類恐懼的對象，但是卻很難被認為是奉獻制度或沒收制度的起源
。

另一方面所謂不祥物權利的放棄，其實早在古希臘及羅馬時代就有這樣的傳統，其意是指凡造成被害人或其親屬受損害或死亡的工具或媒介物必須奉獻給國王，即便這個不祥物的所有人並沒有任何惡意。這個不祥物奉獻出來並非當作對被害人的補償，而是要求所有人奉獻出來擔保並預防未來被害人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這樣的傳統為被害人的家屬復仇的衝動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出口，足以防止流血的衝突。

在古老英國實務上，引起死亡的物件並非如聖經供神物般被摧毀，而是被估價後出售，所得支付給國王。國王取得這些所得後，再布施給窮人。這種制度的理論基礎在於這些引起死亡的物件本身已經冒犯上帝，也就是被詛咒的物件，所以必須奉獻給國王，這樣的想法也解釋了為何即便是屬於死者的物件也必須被奉獻出來。

更進一步言，奉獻制度其實與刑罰類似，存在預防及處罰的效果，即一方面能警惕犯錯的人民下次必須更小心，一方面透過沒收財產，追究沒收物所有人在意外死亡事件中被認為應該負擔的疏失責任。當然這樣的想法在前述沒收屬於死者物件的狀況下是不適用的。

然而，從前面的敘述，我們發現奉獻制度並不像當時已經出現的民事求償制度，對於死亡事件的被害人家屬提供賠償，反而是將這些財產送進國王的口袋，不僅於此，奉獻制度在決定奉獻額度時，不是計算被害人所受到的損害，而是計算該物件的價值，即便該物件已經在意外死亡事件中被毀棄滅失，該物件的所有人仍然必須支付國王相當的金錢，如此物件的所有人等同於被剝二次皮，既喪失物件，又損失金錢。且由於奉獻制度中財產是奉獻給國王，而非被害人家屬，即便國王透過奉獻制度徵得的財產本來應該布施給窮人，實際上也被供作國王花費之用，因此到了19世紀中葉，奉獻制度甚至演變成國王的斂財工具。但是隨著19世紀工業革命興起，馬車及火車陸續出現，交通事故及死亡車禍愈來愈多，社會上慢慢比較重視賠償被害人的觀念，而奉獻制度即便有其預防犯罪的效果，也因欠缺賠償被害人的功能，無法滿足當時英國社會的需求，英國終於在1864年通過意外死亡事件賠償法（Act for Compensating the Families of persons killed by Accidents）後幾天，正式取消奉獻制度。

二、以重罪或叛國罪為基礎之沒收

早期英國法對於犯重罪或叛國罪之被告，剝奪幾乎所有法律上權利（civil death），包括對於財產的所有權，同時由於此類重罪或叛國罪的被告惡性重大，重大到甚至認為被告的血統已經被污染（corruption of blood，下稱剝奪繼承制度），連被告的繼承人都不得繼承被告的財產，因此這些被告自己不能擁有、繼承人也不得繼承的財產，只能被沒收奉獻給國王。但這樣的沒收制度，在1870年左右也被取消。

三、實定法的沒收（Statutory Forfeitures）

在早期英國實定法中也存在一些沒收的規定，多數集中在規範航海或國際貿易的法律，分別規定沒收違禁品、走私物或販運者的船隻等。例如英國有一段時期為了扶持本國木材工業並防止英國原木的出口，曾經規定攜帶木材到海上就構成犯罪，處罰包括沒收木材、運送木材的推車以及拖行推車的畜生
。

貳、美國法早期

一、航海法

由於美國在殖民地時期就認為奉獻制度有失公平，自始就放棄奉獻制度及剝奪繼承制度，所以最早出現沒收制度是在1820年代的航海法中。譬如，外國船隻上有船員被認為涉及海盜行為，該船隻就可以被沒收。而且此時美國在「防制海盜法」（Piracy act）中就已經出現民事沒收的制度，在對於外國船隻所有人欠缺司法審判權的情況下，只要政府能夠證明船隻所有人可能構成犯罪，就可以發動民事沒收訴訟。Story大法官在Malek Adhel一案中就陳述民事對物沒收訴訟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在實務上並不少見這種船長或船員犯罪，但船隻所有人卻沒有刑責的案例。對物民事沒收訴訟成為防制這類犯罪或確保被害人求償的唯一手段。這個原則也適用於走私或其他違法行為。
」另外除了政府以外，強盜行為的被害人也可以發動民事對物沒收訴訟以獲得賠償。早期這些案例反應一個現實就是如果沒有這些民事對物沒收訴訟，無法有效對海盜船的外國所有人求償。為了處罰及防制海盜行為，政策上廣泛運用民事對物沒收訴訟成為必要的手段。此外美國政府在走私違禁品、人口販運、違反貿易禁令、進出口申報不實、甚至客輪超載等案例，都運用民事對物沒收訴訟制度，尋求沒收船隻及貨物。

二、關稅法

大多數美國早期的沒收案例與關稅法有關，沒收成為執行徵收進口美國貨物關稅的有利手段。例如美國最高法院1886年著名的Boyd v. United States一案，就牽涉35項玻璃製品的民事沒收，雖然此案核心的爭點是政府要求人民申報進口貨物的品項及數量，這些資料被當作法庭上的證據，有無違反美國憲法第4（禁止不當搜索及扣押）及第5修正案（不自證己罪原則），但最高法院也一併提及民事對物沒收訴訟具有刑事特性，必須適用上述憲法明文的刑事訴訟法則
。

三、南北戰爭（Civil war）時期及禁酒時期（Prohibition era）

1860年代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沒收制度被運用在沒收叛國者的財產，同時沒收案件所得財產的三分之一，還可以在地方檢察長的裁量下分享給檢舉叛國罪的線民。而1919年美國通過憲法第18修正案，全面禁止酒精飲料的製造、販賣及運輸，並透過罰金與沒收貫徹禁酒令。在當時的國家禁令法（National prohibition act）規定持有酒類就是犯罪，必須沒收酒類及運輸酒類的交通工具。直到1933年羅斯福總統時期，美國廢止第18修正案，這些禁酒措施才告終。

四、早期反毒法令

在20世紀初期，美國是先以課稅手段而非刑罰手段管制毒品，希望以經濟手段減少毒品的製造販賣。譬如1937年大麻管制法就對販賣大麻者課以每盎司100美元的重稅。當然後來美國已經全面禁止毒品，並透過刑事處罰、刑事沒收及民事沒收來貫徹執法。

五、公益犯罪概念與沒收制度的平行發展

所謂公益犯罪是指侵害公共利益的犯罪（Public welfare offenses），在公益犯罪類型中，對於違法者的刑事處罰，美國法容許無過失責任（Strict liability），也就是不論被告主觀上是否具備犯意（mens rea）均加以處罰，反之在傳統習慣法（Common law）的犯罪，例如強盜罪、殺人罪、竊盜罪等，則要求必須具備主觀犯意。因此在公益犯罪的概念之下，即便是欠缺主觀犯意的沒收物所有人必須負擔所有物被沒收的責任，更具備其正當性。美國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Balint判斷以刑罰處罰被告販賣製毒原料是否違憲的案例時，表達此種作法的理論基礎：「被告如果並非有意違法，他通常是沒有盡到社會合理期待他的注意義務，或是沒有努力做好社會合理期待他應盡的責任。但是對這類被告的處罰應該相對比較輕微，且不會對被告造成嚴重的名譽損失。
」上述美國沒收法令的發展史，不論是航海法、關稅法、禁酒法或者毒品犯罪都可以歸類為侵害公共利益的犯罪，因此美國發展出民事對物沒收訴訟，擴及沒收第三人所有物也就有跡可尋
。

參、現代美國沒收制度

承繼前述沒收制度的歷史脈絡，現代美國沒收制度仍不斷向前演進，包括民事沒收案件的類型逐漸增加：從上述海事案件、毒品案件擴張到詐欺、組織犯罪及洗錢等類型；包括民事沒收的範圍，從違禁品本身、生產運輸工具擴張到犯罪所得及不動產；包括2000年美國聯邦刑法典民事沒收改革法案（CAFRA），將檢察官在民事對物沒收訴訟的舉證責任，從之前的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修正為優越證據法則（perponderance），在檢察官舉出優越證據後，相對人必須能舉出相對優越證據，證明其所有物有正當來源，才能避免所有物被沒收
。這些發展筆者將在後續文章中詳細介紹。

肆、小結

綜上所述，英美法中沒收制度的起源不外奉獻制度，他們將與犯罪有關的物件視為受到詛咒，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都必須奉獻出來銷毀或進貢給國王。而後當國家主權概念興起後，為保護本國的經濟利益（關稅、貿易）、被害人或者公共利益，遂逐漸在實定法中增加沒收的規定。這樣的歷史脈絡帶給我們以下三點啟發：
一、沒收與刑罰具備同樣的預防犯罪功能，有時甚至能補刑罰之不足，前述美國為打擊海盜行為，發展民事對物沒收訴訟，單獨沒收外國船隻的作法，就彌補刑罰受限於審判權的缺憾，反觀我國對於潛逃國外的刑事犯無法獲致確定判決，常感束手無策，不妨借鏡美國單獨對物沒收制度，聲請法院宣告沒收被告財產，再尋求刑事執行或請求外國法院執行，以達到實質處罰被告的效果。
二、沒收與保護公共利益及被害人利益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沒收就是為保全公共利益及被害人權益而誕生的手段，試想犯罪行為正是侵害法益的行為，如果對於犯罪行為僅止於刑事處罰，試問國家社會或個人所損失的法益何以回復？前述英國法制史上為保護本國木材工業，規定攜帶木材出海的行為就是犯罪，並沒收木材及運輸木材的交通工具明顯就是為保全公共利益。再反思我國，力霸案侵害金額800億，對這樣的公益損失，在我國現行法制下能保全或回復多少？撇開王又增不提，諸多被告入監服刑又能夠代表多少公益損失的回復？三、沒收與刑罰的責任主義未必完全一致，從早期奉獻制度將與犯罪有關的物件視為受到詛咒，不論所有人對犯罪是否有故意過失責任，甚至是被害人所有之物都必須奉獻出來，此時就已經注定沒收與刑罰責任主義脫勾的命運，前述美國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Balint案中表達在公益犯罪類型容許無過失責任的觀點，更建構美國法上民事對物沒收制度的理論基礎，換言之，美國法之所以允許沒收第三人所有的犯罪工具或犯罪所得，是因為第三人沒有盡到社會合理期待他的注意義務（注意不應收受犯罪所得），或是沒有努力防止其所有物被當作犯罪工具。我國法制在檢討沒收第三人所有物之際，這樣的思潮可供借鏡。
第三章、美國財產沒收程序之介紹
壹、前言
美國之沒收制度可分為3大類，即刑事、行政及民事沒收。以下將分述其性質、內容，再分析比較其差異。但在此之前，必須先介紹美國執法機關在實施財產扣押、沒收前的準備程序。
貳、沒收前準備程序
前沒收階段：必須擬訂前扣押計畫(Pre-Seizure Planning)，包括以下幾點：
一、識別(Identifying)可以沒收的財產標的。
二、確定沒收財產的價值，包括有留置權之財產數量。
三、識別是否有第三人擁有供沒收之財產，如果可以的話，任何關於該財產是如何被擁有或持有的相關潛在利益都應該加以注意，例如租用、夫妻或團體共有財產、信託等等。
四、初步確定第三人所有者是否係無償或被指定之所有者，無論第三人是否可能會提出不知情之善意所有人之抗辯。
五、確定是否有能達成有效且耗費低成本之扣押或沒收，例如環境污染、公共安全、價值快速貶值等情形。
六、如果以上的綜合考慮結果認為沒收是適當的，再確定搜尋可供沒收財產的最佳成文法規基礎，以及如何採用適當的程序，對於扣押及限制財產為最好的處理。
七、有關前扣押(Pre-Seizure)之計畫，其中最重要的準則就是：所有關於財產之保管及處置的前扣押、後扣押計畫會議或討論，最好都能聯繫諮詢美國聯邦法警部門 (United States Marshals Service)，因為該部門的人員擁有經驗、訓練及識別之專門知識以及解決有關扣押、保管或處分財產可能問題之能力。

參、刑事、行及與民事沒收

1、 刑事沒收程序：附隨於刑案追訴之沒收制度
（一）刑事沒收的開端-起訴
刑事沒收程序與民事沒收程序有相當的差異，刑事沒收的本質是屬人性(In Personam)，民事沒收的本質是則是對物性質(In Rem)。但刑事沒收程序與民事沒收程序相同，要沒收的財產是被認為已經被污染的，舉例而言，該財產的是由實施犯罪的收益所組成、財產是起源於犯罪收益、財產係用於實施犯罪等。刑事沒收是經由刑事起訴，而非對針對財產單獨提起沒收的訴訟，如果認定被告有罪，同時裁判包括沒收，則被告等於在同一案件的審理中，同時被宣告有罪及沒收。刑事沒收程序中，政府應先證明被告犯罪嫌疑到達「無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程度之後，才可以接著以同一陪審團或另組陪審團，依據「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的地位，決定是否將被告的財產沒收。故檢察官起訴時必須將沒收客體描述於起訴書中，並且在刑事追訴程序會先確定被告財產上利益有多少。陪審團針對沒收做成判決後再交由檢察長負責沒收財產，並由國家保管使用或出賣，並以賣出的金錢補償沒收程序產生的費用。
如前所述，在沒收開始階段，通常是由起訴被告開始，在起訴書上一併載明主張沒收。如果沒有在起訴書上載明而被排除在起訴書外，政府將會被限制採取刑事沒收程序，只有在被告認罪且同意沒收，並且放棄通知(notice)之情形下才有列外。且沒收之主張應儘可能具體明確，雖然使用一般「所有被告獲取的收益」等相類的空泛主張亦被認可，但是如果可識別具體財產時，則應該充分的具體描述。沒收的主張應該是開放式的，採用類似「包括但不限於……」之字眼，使政府未來發現新的財產時，能夠加列於沒收財產的清單上。另外可使用列舉或一般性共謀的數罪名來最大化基於單一罪名而產生之沒收範圍，一般而言，刑事沒收的範圍取決於被告經有罪認定範圍，當沒收許可係值基於共謀數罪時，只要被追訴的共謀數罪在相關的法規下都提供沒收，而且可以良好的連結來完成被告共謀活動的全部完整歷程，政府就可對所有有關共謀數罪的所有收益來沒收。
（二）刑事沒收前保存扣押財產
刑事沒收前的保全扣押財產，法律上並沒有如行政沒收或民事沒收有特別授權執法機關得從事無令狀扣押（warrantless seizure）程序
。但由於許多刑事沒收是以行政沒收或民事沒收為開端，或者該財產是在一個合法的搜索或逮捕令狀執行過程中被扣押，因此雖然形式上執法機關進行刑事沒收前不能從事無令狀扣押，但實務操作結果仍然很多刑事沒收的財產是來自於無令狀扣押
，特別是以民事沒收程序扣押財產，同時發動一個刑事訴追案件或者從原本民事沒收程序轉變為刑事沒收程序等，在CAFRA法案的第2章都有明文承認其合法性
。
另一方面，由於起訴時須通知(Notice)被告將扣押之財產，可能導致被告處分財產之危險，因此，如果政府(檢察官)可以提供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證明被扣押之財產將用於判決後之刑事沒收，且顯示通知將會危害可供沒收的財產時，可先取得10天期限之臨時禁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而毋須通知相對人，之後則須於期滿前進行聽證程序，政府必須說明受禁制的財產將於判決有罪後被沒收，如果不對該財產加以禁制，可能導致財產被破壞、移去或無法沒收之情況以及財產保存的必要性遠大於禁制令對所有人可能造成的損害等
，檢察官就可以取得效力長達90天之起訴前禁制令（Preindictment restraining order），這段90天的效期內，如果檢察官就該刑事案件起訴的話，則該禁制令的效力將自動延續到審判結束
。不過CAFRA法案在21 U.S.C. §853(e)(1)(B)也容許檢察官跳過10天的臨時禁制令程序，直接聲請90天的起訴前禁制令，但必須先通知相對人並舉行聽證程序。然而多數檢察官在顧慮先通知相對人會導致財產被隱匿的情況下，通常仍選擇先適用10天的臨時禁制令
。
另有起訴後之禁制命令（Post-indictment restraining order），不需要經過聽證程序即可取得，但是通常有必要舉行限制後的聽證程序
，因為第8和第9巡迴法院主張公平即時的限制後聽證程序是必要的。另外第4、5、7、10巡迴法院認為，在被告需要被限制的財產，是為了要有聘請辯護人的機會時，且被告並無其他財產可供支付費用時，也必須舉行公聽會，以免侵害憲法第6修正案所保障被告選任辯護人之權利
。

(三)刑事沒收的審判
1、二階段審理程序

如果在刑事審判中同時要求沒收，那麼刑事審判就會分成定罪階段與沒收階段二個階段，前階段是陪審團確定被告有罪之階段，之後如果陪審團認為被告所犯的罪有提供沒收的相當依據，就進入沒收階段。
2、先定罪再沒收

只有在定罪階段係經由陪審團決定有罪時，才有權利要求陪審團在沒收階段決定是否要沒收。避免被告在預測有罪之情況下，在定罪階段選擇不經陪審團審判，卻在沒收階段要求陪審團審理，以拖延決定沒收之期間。
3、舉證責任

以往看法是原則上採取優勢證據法則(Preponderance)，除非法規另有規定，例如如果是猥褻幼兒及性剝削的案件，沒收就要求要證明到無合理懷疑之程度（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但美國最高法院於2000年在Apprendi v. New Jersey案中，多數大法官認為除了證明犯罪本身之外，與犯罪有關的其他事實也必須以起訴書起訴、陪審團確認，並且是經過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明。各地巡迴上訴法院也因而有認為Apprendi案將刑事沒收的證明程度由優勢證據法則提高到超越合理懷疑之程度。
4、金額裁判(Money Judgement)
政府可以要求對刑事沒收為金額裁判，亦即就犯罪活動所產生的收益總額為裁定。

（三）從屬聽證程序(Ancillary Hearings)

從1984年起，刑事沒收法規就已提供從屬聽證的程序給被告以外的第三人，用以對他們受沒收的財產提供保護。這個程序基本上就是提供這樣的第三人有機會確認對他們財產的沒收命令是無效的，因為這些財產是他們的，而且不是被告的。
1、開始
   (A)通知：公佈與送達
美國刑法並未規定通知的次數，但是美國財產沒收與洗錢節(Asset Forfeiture and Money Laundering Section, AFMLS)有建議   應該要連續3週、每週1次總共3次，在一般銷售量的新聞報紙上刊登，並且也建議直接送達書面通知給潛在的利害關係人，以避免任何違反正當程序的質疑。
 (B)通知的回應-提出異議

被告以外的任何人在收到直接通知30日內或公告末日前，都可以提出異議書主張在已沒收財產中享有所有權利益。這個異議書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必須在偽證處罰的擔保下，由異議者而非律師親自簽名，並且要提出異議者的權利種類範圍、項目以及對於被沒收財產的利益。
 (C)聽證、請求駁回
聽證則上會在申請後30日內舉行。法院會依照聯邦民事程序規則來進行。
 (D)申請資格
原則上是限於對於沒收予美國之財產有法律上利益之人。無擔保的債權人、被害人通常被認為沒有申請資格。
 (E)證據開示
雖然刑事沒收規則並未明確提供證據開示程序，但法院通常准許依民事程序規則下的證據開示。
(F)結算：大部分的從屬聽證都是以結算終結。
(G)審判/聽證：較少進入此程序。
2、最終之沒收命令(Final Order of Forfeiture)
在所有的第三人申請都確定後，或者沒有申請者在30日內提出時就可以發給最終之沒收命令。
3、上訴：被告或第三人都可以在期限內提出上訴，只是被告的上訴期限與刑事案件相同，第三人的上訴期限與民事案件相同。

二、行政沒收程序：獨立之財產沒收制度

(一)法律依據：主要是CAFRA法案之一的 18 U.S.C. §983。

(二)適用在財產價值少於500,000元(但不動產無論價值多少，均要適用司法沒收)、違法進口之貨物、進出口或運輸或儲存所用之運輸交通工具，以及無論任何數額之金融工具(定義於31 U.S.C.§5312(a)(3))。

(三)在聯邦法中大多數的沒收屬於行政沒收，它允許聯邦執法機關在其業務範圍內，例如聯邦緝毒局（DEA）就毒品案件、聯邦調查局（FBI）就詐欺案件、槍械管制局（ATF）就槍械案件，得扣押在調查過程中發現的財產。此時的扣押，執法機關必須本於相當理由確信該財產應該被沒收，而且通常必須取得扣押命令，不過法律也授權許多無令狀的扣押，譬如逮捕過程中扣押的財產或具有移動性的財產（要求扣押令狀將不切實際）。
(四)通知：一旦財產被扣押，執法機關就必須通知所有對該財產具有潛在利益的關係人，表示該機關將沒收財產，如有不同意見得提出異議，這種通知還包括公布在新聞報紙上。簡單來說，該通知的要義是：「我們已經扣押了這個財產並且將要沒收它。任何人要表示反對，必須現在提出，否則就必須永遠保持沈默。」一旦指定的相當期間經過後，沒有人提出異議爭執該沒收，則執法機關會作出沒收的處分，而這個處分效力相當於司法沒收。反之，在一定期間內有人提出異議時，執法機關會在一定期間內，決定將本案移交檢察官開始司法沒收程序（民事沒收或刑事沒收程序），或者單純的將財產返還
。
三、民事沒收
民事沒收的本質是一種對被污染之財產所提的對物性質(In Rem)訴訟，可以說是因為該財產的是由實施犯罪的收益所組成、財產是起源於犯罪收益、財產係用於便利實施犯罪甚至直接用於犯罪等等原因，認為該財產已被污染。在不符合行政沒收程序的財產或者被及時提出異議(claim)的財產，均適用民事沒收程序。
（1） 起始
由向地區法院提出對物的民事訴訟開始。幾乎所有常用的民事沒收規則都採納了關稅法19 U.S.C § 1600,et seq.的程序規定，並且補充規則也常可在聯邦民事程序末段發現，特別是2006年12月1日通過生效的補充規則G，這個補充規則適用於所有的民事沒收訴訟。
（2） 起訴期限
CAFRA法案規定，在行政沒收的情況，檢察官必須在所有權人主張權利後90天內提出民事沒收訴訟，但是法院在有相當理由或者經過當事人同意的情形下，也可延長期間，政府也可提出替代性的手段，包括涵蓋刑事沒收主張的刑事訴訟。
（3） 民事沒收時效

在CAFRA法案前，大部分法規要求民事沒收訴訟必須在發現犯罪後5年內提出，而且應受沒收處分命令的人隱匿或者財產的隱藏期間也算在時效內(換言之，只要發現犯罪後，即使人、財產都未發現，也要在5年內提出，顯然有其困難)，在CAFRA法案第11章則允許政府發動民事沒收訴訟是在發現犯罪後5年內，或者在發現有關犯罪的財產後2年內，二者期間擇一較晚者即可。

(四)管轄權、對物裁判及犯罪地點
聯邦沒收訴訟是由聯邦地區法院管轄。在對不動產的對物裁判，只要清楚的在通知上記明沒收財產確實的所在地，並且將通知連同起訴(Complaint)內容的複本一起送達給財產所有人，通常是沒有疑問的。另外，在對於國外財產的沒收，美國法雖提供法源基礎，但是並沒有提供方法，因此法院有二種紛岐的見解，一種見解是認為不管外國政府對於在其控制下的財產是否已經採取任何訴訟，仍然可以提出對物訴訟。另一種見解認為為了將外國財產置於法院的控制下，必須要財產所在地的外國政府當局在美國要求下採取扣押、逮捕或者其他保全財產措施才可。補充規則G(3)(C)(Ⅳ)稍微解決了這種紛岐，要求在國外財產扣押令狀的執行，令狀可以傳送至財產所在地的合適政府當局以完成合法送達程序。
(五)舉證責任
政府依法沒收，舉證責任應由檢察官提出「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證明何以財產應被沒收。反之，如果財產的所有人對於扣押之財產係以相當價格購買，並能提出「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證明該扣押欠缺「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或證明其為「善意所有人(innocent ownership)」而不知該財產與非法活動有關，該財產即得返還所有人。
(六)CAFRA法案對於「民事沒收」的規範
美國聯邦刑法典第46節(Title 18 Crimes and Criminal Procedure, Chapter 46 – Forfeiture節對於「沒收」之規範如下：第981條民事沒收Civil Forfeiture：

(a)(1)以下之財產應沒收歸為國家：
（A）任何違反本法1956條「洗錢(Laundering of monetary I nstruments)」、1957條「以特定不法活動取得之財產進行金錢上之交易(Engaging in monetary transactions in property derived from specified unlawful activity)」、1960條「禁止無照從事金錢匯兌事業(Prohibition of unlicensed money transmitting businesses)」所獲得之不動產或動產，或可追溯至此等財產的財產，應沒收。
（B）在美國管轄內，任何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對外國國民進行犯罪或用以便利其犯罪而組成或取得之犯罪所得，而該等犯罪有以下情形時，不論財產為動產或不動產，應沒收：

(i) 涉及製造、輸入、販賣或散佈管制化學品，或任何其它第1956條「洗錢」第c項(7)(B)之規定；

(ii) 依外國國民之國家法律可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之罪；及

(iii) 依美國之法律可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且犯罪行為地屬美國管轄領域。
（C）任何犯本法以下之罪而組成、取得或可溯及之不動產或動產，應沒收之：第215條收受貸款之回扣或贈品(Receipt of commissions or gifts for procuring loans)、第471條、第472條、第473條、第474條、第476條、第477條、第478條、第479條、第480條、第481條、第485條、第486條、第487條、第488條、第501條、第502條、第510條、第542條、第545條、第656條、第657條、第842條、第844條、第1005條、第1006條、第1007條、第1014條、第1028條、第1029條、第1030條、第1032條或1344條之罪。或任何構成1956條(c)(7)所定之特別不法活動，或共謀犯之者。

（D）任何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惡意收受以下犯罪或可溯及以下犯罪之不動產或動產，應沒收之：

(iv) 第666條(a)項(1)款關於聯邦詐欺；

(v) 第1001條關於詐欺及不實陳述；

(vi) 第1031條關於欺詐政府；

(vii) 第1032條關於對聯邦存保機構管理人隱匿財產；

(viii) 第1341條關於郵件詐欺；

(ix) 第1343條關於電信詐欺。

（b）上述(D)所列之犯罪，如係為進行或意圖進行政策畫之詐騙，或為了藉由不實或之陳述、偽裝、代理或承諾而獲取金錢或財產，則其直接或間接方式惡意收受犯罪之財物的範圍包括：所有真接或間接可得之實體或非實體之不動產或動產等財產。
（c）任何犯本法以下之罪而組成、取得或可溯及之不動產或動產，應沒收之：

(x) 第511條關於變造或消毀車牌號碼。

(xi) 第533條關於失車之進出口。

(xii) 第2119條關於攜悈強盜汽車。

(xiii) 第2312條關於州際間運送失車。

(xiv) 第2313條關於持有或販賣失車。

（d）所有以下不論在國內或國外之財產，應沒收之：

(xv) 任何為了不利於美國、美國之公民或居民、渠等之財產、資產──不管是在國內或國外，而從事計畫或滲透國內或國際恐怖主義(第2331條所訂)之個人、機構或組織，其財產應沒收之；

(xvi) 任何為了不利於美國、美國之公民或居民及渠等財產，而支持、進行或隱藏國內或國際恐怖主義之行為(第2331條所訂)，所取得或持有之財產，應沒收之；

(xvii) 為了不利於美國、美國之公民或居民及渠等財產，而為從事國內或國際間犯恐怖主義之行為(第2331條所訂)，所取得、涉及、使用或意圖使用之財產，應沒收之。

（e）任何犯本法第2339條C之罪而組成、取得或可溯及之不動產或動產，應沒收之。

肆、小結
在這二、三十年間，美國沒收的案件急遽增加，司法沒收案件中，民事沒收尤為普遍，而事實上，目前檢察官絕大部分都是利用民事沒收而非刑事沒收。執法人員較為偏好民事沒收，其原因有：一、民事沒收程序較為快速，政府得在刑事判刑確定前即展開民事沒收程序。二、民事沒收比較能成功，因為刑事訴訟中要求各項犯罪要件都要證明到「無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程度，而民事沒收案件中，僅要求政府有「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可信該財產與犯罪有關。由於舉證責標準較低，政府能使用民事沒收來制裁脫免刑事處罰的被告。
此種懲罰性民事制裁的使用，讓一些批評者認為沒收法制讓政府不需注意刑事上的權利，在民事沒收中，甚至不需當事人必須是犯罪嫌疑人，就可將其財產取走，法律標準亦低──只要有「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就可以。甚至可以說，民事沒收條款訂定的目的，就是要讓政府做到刑事沒收所做不到的。而由於民事沒收的顯然已變成懲罰性措施，因此民事沒收與刑事沒收的區別常常變得模糊而誤導，即便沒收條文被律定為「民事(civil)」，然而法院認為「民事沒收」具有「準刑事(quasi-criminal)」的性質。

第四章、美國財產沒收制度中之逃犯失權原則
一、前言
近年來，我國陸續有重大刑事案件的被告在判決確定前逃亡海外，由於我國刑法中之沒收被定位為從刑，沒收犯罪所得復不在得單獨聲請宣告沒收之列，導致被告在經通緝到案之前，基於本刑之欠缺，根本無從宣告屬於從刑之沒收，於是被告置於國內之犯罪財產
，固然無從沒收，遑論被告移轉國外之犯罪財產，執法機關追查本屬不易，即便追查有所斬獲，外國執法機關在欠缺我國法院沒收裁定之前提下，亦愛莫能助。因此，我國國民只能眼睜睜看著被告本人在國外逍遙享用犯罪所得，被告家屬在國內直接受惠於犯罪果實，這是我國執法機關目前面臨的法制困境。就此，法務部目前已研擬出刑法修正草案第40條第3項第4款因應，其條文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事實足認係第38條第1項第2款、第3款所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得單獨宣告沒收：行為人為規避刑事訴追而逃匿，經通緝逾6個月未到案者。本條款實係參考美國財產沒收法制中所謂「逃犯失權原則」（Fugitive disentitlement doctrine）而來，以下擬先介紹上開原則之定義，並敘述美國在確立該原則的過程中出現的正反意見，而後回顧我國，探討我國應引進本原則之理由。
二、美國法之逃犯失權原則
美國法上就沒收財產制度，大體而言區分為司法沒收與行政沒收，司法沒收又區分民事沒收與刑事沒收
。對執法部門而言，民事沒收有一個優點就是即便被告已經逃亡，無法透過刑事程序沒收其財產的情況下，可以透過民事沒收程序來達成相同的目的。然而當執法部門提起民事沒收訴訟後，卻常見已經逃亡的被告從國外透過律師、公司或第三人提出抗辯，如此被告可以依然在國外逍遙，不管在美國的刑事訴訟，但是卻可以為保障其財產利益而請求民事法院考量其異議理由是否充足，這樣的現象令許多法官感到很不公平。於是在1980年及1990年代之間，在聯邦法院的判決中，開始將所謂逃犯失權原則適用於民事沒收案件，容許法院直接以被告逃亡為理由，駁回被告所提出的任何主張
。然而當時最高法院透過Ortega Rodriguez
案及Smith
案，雖承認逃犯失權原則適用在上訴案件，上訴法院有權直接駁回為規避刑責而逃亡之被告所為之上訴，卻對逃犯失權原則是否適用於沒收程序持保留態度，例如在1993年United States v. James Daniel Real Property
一案中，最高法院即強調，在一般案件中，公民在憲法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保障下，有權抗辯對於其財產的沒收程序。到了1996年的Degen
案，最高法院對於當刑事案件的被告成為通緝犯，逃犯失權原則能否從過去僅適用於上訴案件之範圍擴充至民事沒收程序，而允許法院直接作出有利於政府的沒收判決？終於表示見解。Kennedy大法官所主筆的多數意見指出：基於司法權的本質，法院不應該在沒有立法權背書的情況下，逕行擴充逃犯失權原則的適用範圍。而原本逃犯失權原則在前述上訴案件能夠確立的理由是第一，被告不到場，上訴法院根本無從審查第一審的判決；第二，被告逃亡的事實，足以剝奪被告利用司法資源決定其主張是否可採的機會。第三，失權原則能夠抑制被告逃亡的企圖，鼓勵被告配合法庭程序，從而促進法院的有效運作。但是這些理由並不足以論證所有案件都能夠適用逃犯失權原則，例如最高法院在Ortega Rodriguez
案中就認為聯邦上訴法院不能在被告先前逃亡，但在歸案後上訴的情形，作出駁回上訴的判決，因為此際上述諸多理由並不存在。而在本案，被告未到案並不必然影響法院就民事沒收的審查程序，因為此時法院判決的對象是財產不是被告，而財產已經被保全並未滅失，將來法院就財產的沒收判決也不會如刑事判決，被告未到案就不能執行。由此可證，被告在民事沒收程序未到場並不妨礙法院程序的進行，故不應逕以失權原則處罰被告。
        Degen案的決定不僅令執法部門失望，也讓很多法官不滿意，例如在United States v. 14301 Gateway Blvd. W
案中，聯邦上訴法院駁回聲請人請求依據Degen案的決定撤銷原審沒收財產判決的主張，其中兩位聯邦上訴法院的法官Judge Garza及Judge Parker提出共同理由書，請求最高法院重新考量Degen案的決定，他們認為最高法院顯然沒有考慮到這個決定對美國西南邊境的實際影響，這項決定為刑事被告創造了合法的避風港而鼓勵他們移民到一個「安全」的國家，也提供他們一個很具有吸引力的選項，就是到美國西南各州去經營犯罪事業，而後在案發後，簡單的從邊境的這一端搬家到另一端，逃避這個國家法律的制裁，確保他們的自由與財產。
        既然最高法院在Degen案的決定透露出不排斥以立法方式建立逃犯失權原則的訊息，而實務上又有上述諸多對Degen案決定的雜音，國會終於在2000年通過的民事財產沒收改革法案（Civil Asset Forfeiture Reform Act of 2000，以下簡稱CAFRA）中，增訂美國刑法第28章第2466條，正式明文逃犯失權原則，肯認在民事沒收與刑事沒收程序中均能在一定條件下適用此原則。其條文如下：
（a） 法官基於發現任何人有下述情事時，得駁回其在民事沒收程序或其以利害關係人身份在刑事沒收程序所提出的主張，以防止其利用美國的司法資源：
（1） 在接獲通知或知悉令狀已經發出或者相關刑事程序已經發動後，為逃避刑事訴追而（A）刻意的離開美國司法權所及範圍。（B）拒絕入境或再次入境美國接受法院審判。或（C）逃離目前對該人進行刑事訴追之法院管轄區域。
（2） 該人並非因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域犯罪而被拘禁於該司法管轄區域。
   （b）在公司大股東或其他個人有前項情形，而以公司名義提出前項主張時，亦適用之。
       因此依據第2466條規定，審理民事沒收案件的法院得駁回任何對沒收行為的抗辯，只要執法部門能舉證下列五項事實：
（1） 對聲請人的令狀或相關刑事程序已經發動。
（2） 聲請人知悉上述情事。
（3） 發動該令狀之刑事程序與該民事沒收案件有所關連。
（4） 聲請人並未被拘禁在海外，導致其無法自動歸案。
（5） 聲請人有意規避刑事訴追而離開美國境內或拒絕入境或者再次入境，或是離開審理該刑事案件法院的管轄區域。
在第2466條立法之後，第一個挑戰它是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案件是Collazos案
，在此案聲請人Collazos是哥倫比亞國民，她在聯邦法院被起訴在美國境內從事數百萬美金的洗錢犯罪。於1996年，聯邦執法部門扣押Collazos在紐約某銀行帳戶一百萬美金左右的存款，Collazos對於聯邦地方法院依據第2466條，以她拒絕入境美國面對刑事審判為由駁回其抗辯不服，而上訴至聯邦第二上訴法院。Collazos的主張包括：（1）第2466條不應適用在她的案件，因為她不屬於傳統判例法下對於「逃犯」的定義，Collazos援引法院判例
指出，所謂逃犯是一個人在犯罪後逃離犯罪地所在法院的管轄區域，但是她在起訴書所宣稱之犯罪時，人在哥倫比亞，不在美國境內，所以不應該被定義為新法中之逃犯。（2）依據第2466條駁回其抗辯，違反正當程序而剝奪其財產權。（3）對於1996年扣押銀行帳戶的案件，溯及適用2000年才立法的第2466條，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聯邦第二上訴法院則以下列理由駁回Collazos的主張：（1）第2466條所規範的逃犯應包括：（A）傳統判例法下的逃犯，也就是犯罪後逃離法院管轄區域者。（B）該人被指稱犯罪時身處美國境內，但後來出國，而在知悉他們成為逮捕對象後，為規避刑事訴追而拒絕返回美國。（C）該人拒絕進入美國的司法管轄區域。聯邦第二上訴法院認為Collazos符合上述（C）定義的逃犯。其次對於Collazos宣稱適用第2466條之逃犯失權原則違反憲法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聯邦第二上訴法院認為聲請人在相關的刑事案件拒絕到庭的行為，就代表她已經自願放棄在民事沒收案件中聽審的權利
。最後就Collazos質疑新法溯及既往的問題，法院認為新法並沒有為聲請人在修法前已經完成的行為增加任何新的不利益，而是就聲請人在修法通過時，即2001年8月，至法院判決時，即2002年10月之間，拒絕入境美國接受刑事訴追的行為，新法就此增訂不利益的法律後果-沒收財產，因此並非溯及既往，也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至於何謂相關連的刑事案件，在Collazos案中，聯邦第二上訴法院表示，相關連的刑事案件與民事沒收案件未必要在同一法院審理中，只要二個案件基於相同的事實與條件而符合第2466條的立法目的即可。在United States v. 6,976,934.65 Plus Interest一案中，法院即表示第2466條，係以一般社會通念，從整體客觀條件綜合判斷民事沒收案件與刑事案件是否相關連
。而對於如何認定聲請人已經知悉令狀或其他刑事程序之發動，在前述6,976,934.65 Plus Interest案，法院認為可以從實際上媒體報導對聲請人的調查及起訴推知他已經知悉被起訴；而聲請人的律師知悉對聲請人的逮捕令狀一事，其法律效果也等同於聲請人知悉。不過就後者，在United States v. Real Property known as 3678 Waynesville Road, 2007 WL 19822780
一案，法院則認為僅證明聲請人律師知悉逮捕令狀，尚不足推知律師曾將該訊息傳遞給聲請人。
三、我國應引進逃犯失權原則之理由
在敘述完美國法逃犯失權原則後，回顧我國法制，可以發現兩國在財產沒收法制上有層次上差異，在美國法上，刑事被告如果逃亡，檢察官在無法完成刑事訴追的情況下，可以選擇以民事程序沒收被告之犯罪財產，被告若在拒絕返國歸案的情況下，透過律師、公司或其他人在民事沒收程序提出抗辯主張權利，法院在符合上述條件下將會適用第2466條駁回被告所有主張。在我國法上，被告如果逃亡，刑事訴追固然無法繼續進行，檢察官也欠缺如美國法上的民事或行政沒收手段追回犯罪財產，因此對我國而言，當然不可能全般移植美國法的逃犯失權原則，但不妨參考美國法之制度精神，在我國刑法中以擴充單獨宣告沒收之方式增設逃犯財產沒收條款。理由如下：
（1） 被告逃亡後，其犯罪財產必須追回，才符公平正義：相信所有人都會同意任何人不該因犯罪而獲益，因此在刑事程序進行中，執法機關固然應該積極尋求沒收犯罪財產。但被告如果逃亡造成刑事程序停止，也一併斷絕執法機關追回犯罪財產的機會，將形成被告及其親友持續坐享犯罪果實的現象。而且被告在死亡前，即便逃亡在外，執法機關尚有追訴的一絲機會，然而財產會隨著時間經過一點一滴流失，假以時日待被告通緝到案時，犯罪財產通常已經被花用殆盡，對於犯罪被害人或者法益受到侵害的國家、社會而言，受侵害的狀態將永遠無法回復。所以我們必須在刑法中增設逃犯財產沒收條款，供檢察官在刑事程序無法進行後，繼續追回犯罪財產，才符公平正義。
（2） 鼓勵被告配合法庭程序：借助Kennedy大法官在Degen案的用語，逃犯財產沒收條款可以抑制被告逃亡的企圖，鼓勵被告配合法庭程序，從而促進法院的有效運作，因為被告之所以有勇氣及動機逃亡，通常是握有犯罪財產，在國外生活無虞，一旦其預見國外或國內之犯罪財產有可能被沒收，有助於減少其逃亡之企圖。若是被告已經逃亡，而執法機關得聲請單獨沒收其犯罪財產，也可以鼓勵被告返國歸案，在沒收程序提出抗辯主張權利。即便被告此際仍拒不返國歸案，而法院宣告沒收其財產，也將令被告失去繼續逃亡的後盾，對逮捕被告到案，仍然有所幫助。故創設逃犯財產沒收條款，對提昇我國司法威信，具有高度正面效益。
（3） 我國的地理、外交及司法條件比美國更需要逃犯失權條款：美國幅員廣闊，國力強盛且邊境嚴防，並在國際上與多數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簽訂有司法互助協定，即便如此，美國法院的法官尚且憂心Degen案的決定將「為刑事被告創造了合法的避風港而鼓勵他們在案發後，簡單的從邊境的這一端搬家到另一端，逃避這個國家法律的制裁，確保他們的自由與財產。」反觀我國幅員狹小，海岸線環繞，被告逃亡境外的難度本已不高，加上與我簽訂司法互助協定之國家又寥寥可數，導致成功追緝外逃機率不高，因此我國比美國更需要在刑法中增訂逃犯失權條款。
（4） 增訂逃犯財產沒收條款符合國際潮流：除了本文所探討的美國刑法第2466條外，德國刑法第76條a、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8條、日本刑法改正草案第78條、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54條1.（c）及聯合國2005年防制洗錢與資助恐怖行動法範本第5.3.1條等均規定有逃犯失權條款。
（5） 逃犯財產沒收條款並不違反憲法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誠如美國聯邦第二上訴法院在Collazos案中所述：聲請人在相關的刑事案件拒絕到庭的行為，就代表她已經自願放棄在民事沒收案件中聽審的權利。換言之，當刑事案件的被告選擇以逃亡藐視一國的司法程序時，他不能再宣稱法院沒有尊重他的訴訟權。在我國推動逃犯財產沒收條款所面對最大的質疑是刑法第38條規定沒收是從刑，被告逃亡既無從產生本刑，單獨宣告沒收之從刑，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嫌。然而，沒收固然是從刑，刑法第40條卻原本就規定有單獨宣告沒收的二項例外，違禁物及單科沒收之物，可見我國法中的沒收性質並不是絕對的從刑，而是帶有保安處分性質的刑事處分，或是有學者乾脆稱之為特殊性質的刑事處分。因此，在肯認被告逃亡行為應受到苛責及不利益歸屬的前提下，逃犯財產沒收條款並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四、修法之建議-代結論
2008年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前來我國評鑑時已經直接點出我國沒收法制之不完備，被告逃亡後無法沒收其犯罪財產是其中一項缺失，而APG可能於2012年對我國進行下一輪評鑑，其評鑑結果將影響我國在國際反洗錢組織之評等，間接影響我國國際金融交易，因此如何完備我國沒收法制已經刻不容緩。法務部日前草擬之刑法修正草案第40條第3項第4款與美國法逃犯失權原則相較，僅止於規定法院得單獨宣告沒收，並未進一步處理逃亡之被告透過律師、公司或第三人提出抗辯時，其法律效果為何？將來適用上可能出現檢察官聲請法院單獨沒收被告犯罪財產，被告透過律師出庭抗辯，爭執與刑事案件相關的事實與證據，導致法院仍然無法在被告刑事案件判決結果底定前，作出沒收與否之裁定，則修法初衷將大打折扣。因此本文建議應該在將來刑事訴訟法配套修法時，引進美國刑法第2466條條文，提供法官直接駁回被告主張之法律依據。此外刑法修正草案第40條第3項第4款將來經立法通過後，其法律適用時點也應一併在刑法施行法釐清，本文的建議是參考美國法見解，這樣的修正並不是就過去已經完成的社會事實溯及適用新法，而是對於修法通過後被告持續逃亡的新事實適用新法，不違反所謂「禁止溯及既往原則」，唯有如此，對於目前追緝中的重大外逃案件才有立竿見影的修法效果。
第五章、美國沒收制度之實務操作現況

1、 前言
筆者與台北地檢署杜慧玲檢察官（現為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苗栗地檢署盧明軒檢察官（現為康乃爾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高雄地檢署許怡萍檢察官（現為紐約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於今年3月15、16日透過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下稱ICE）香港分處的協助安排，前往美國華府參訪聯邦司法部（下稱司法部）、聯邦財政部（下稱財政部）、ICE等機關，探討刑事政策與量刑、犯罪財產沒收以及電腦網路犯罪等議題。由於美方此次安排行程橫跨政策擬定、實際執法以及後續處理等相關部門，使得此行收穫豐碩，以下先將此行過程與探討的內容簡要摘錄，俾能儘速與長官及學長分享參訪所獲。
二、3月15日上午參訪司法部刑事政策與立法部門（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Policy and Legislation下稱OPL）及財產沒收科（Asset Forfeiture and Money Laundering Section下稱AFMLS）
首先是OPL的檢察官RENATA KENDRICK COOPER針對刑事政策與量刑提出簡報，COOPER表示1970年代起，美國司法部有感於法院量刑不符公平性，為加強刑度的可預測性，並落實刑事政策，增加刑罰的威嚇效果，透過立法成立量刑委員會，制訂量刑準則，其中包括對部分重大犯罪制訂最低刑度。但2005年最高法院在Booker案認為量刑準則賦予法官在量刑時過多的事實認定空間，而未經陪審團以超越合理懷疑的標準認定量刑因素，構成違憲，但最高法院仍然同意聯邦法官將量刑準則當作參考準則適用，但不再有絕對的拘束力。COOPER表示，自該判決後，司法部發現有部分判決之量刑已經超出量刑準則的範圍，包括過高或過低的現象，但據統計尚有百分之60的聯邦判決，其量刑仍在量刑準則的範圍之內。另外針對Booker案的意見，實務上因應方式是，一則採用被告已經承認的犯罪事實，當作量刑因素，一則僅採用陪審團已經認定的犯罪事實當作量刑因素，並不另外在量刑程序召集陪審團認定量刑事實，否則耗費的成本太高。此外COOPER也指出儘管目前量刑準則對法官僅具有參考效力，但對檢察官反而更有裁量適用空間，因為檢察官可以說服法官加重或減輕被告的刑責，並增加與被告認罪協商的籌碼。除了量刑準則之外，COOPER表示，改善矯治成效，降低再犯率也是美國目前刑事政策的重點之一，政策內容包括減少監禁人數，增加替代刑罰措施等。
再來是AFMLS的檢察官JENNIFER WALLIS簡報財產沒收，其首先介紹財產沒收科的組織，包括JENNIFER所屬的國際財產沒收小組，其次JENNIFER說明美國財產沒收的三種態樣，包括行政沒收、民事沒收與刑事沒收。行政沒收，執法機關對財產先行扣押，但在扣押不動產的案件還必須先向法院申請扣押財產命令，而後執法機關通知所有潛在的利害關係人在30天內主張權利，如果無人主張權利，則該財產將被沒收；反之如果有人主張權利，則沒收程序就進入民事沒收程序。在民事沒收程序，法院是採取優越證據法則，裁定財產得否沒收。在民事沒收程序，檢察官必須通知所有權利人，並在報紙上公告，使權利人可以主張權利。民事沒收程序是對物訴訟，基本上是假設對象物在「有罪」的情況下就可以被沒收，主張權利人除了必須證明其所有權外，還必須證明其不知情（innocent）。因此即便被告在刑事程序被宣告無罪，在民事沒收程序也未必能夠逃過財產被沒收的命運，因為被告可能無法舉證證明其不知情財產與犯罪有關。所以在我國有學者認為對逃亡被告之單獨沒收裁定會與後來被告無罪判決衝突的情況，在美國並不認為有何問題，因為在美國他們認為民事沒收與刑事判決是分別的程序，民事沒收是基於該財產本身的「有罪」。至多民事沒收的法院為避免出現上述情形，暫時停止訴訟。
此外刑事沒收是被告被判決有罪後進行的沒收審理程序，陪審團可能與犯罪審理程序相同或不同，端視兩造之要求。此外刑事沒收程序與民事沒收程序有一個本質上的差異，即刑事沒收是對人的沒收，民事沒收程序是對物的沒收，因此刑事沒收程序如果判決被告的財產應被沒收，即便該財產滅失，法院仍然可以要求被告以其他財產抵償，反之民事沒收則不得要求抵償。
至於逃漏稅在美國並不是洗錢犯罪的前置犯罪，也不屬於得以沒收犯罪所得的犯罪，對於APG要求各國將逃漏稅列為前置犯罪，JENNIFER認為不應該從形式上判斷逃漏稅是否為前置犯罪，因為實質上美國逃漏稅的行為通常會構成電信詐欺（wire fraud），而電信詐欺就屬於洗錢的前置犯罪。此外如果我國逃漏稅構成犯罪而將犯罪所得洗錢至美國，由於在美國洗錢也構成犯罪，則美國可以接受我國請求限制處分在美國的財產。
依據美國聯邦刑法典第28章第2467條的規定，美國接受外國請求採取限制財產處分，即便該案件仍處於偵查中尚未起訴，但必須犯罪行為在該外國與美國均構成犯罪，而且兩國之間存在司法互助協定，並經過檢察總長的核定。
三、3月15日下午參訪美國聯邦司法部電腦與智慧財產犯罪科（Computer Crim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tion, 下稱CCIPS）
該科有三位檢察官與我們針對網路犯罪及智財犯罪的偵查問題廣泛交換意見，該科檢察官多數具備電腦網路專長，其業務除與各地區聯邦檢察官合作直接偵查上述犯罪外，還包括提供其他聯邦檢察官諮詢意見，以及辦理教育訓練，教育訓練的對象還包括法官，他們希望讓法官熟悉電腦網路的科技語言，避免他們在不瞭解一些背景知識的情況下，駁回令狀的聲請。此外我們並參觀該科所設置的網路犯罪實驗室，該實驗室聘有四位電腦專家，負責協助聯邦檢察官辦理電腦網路犯罪，協助的內容包括搜索扣押、勘驗電腦並製作分析報告、以專家證人身份為檢方案件出庭作證。其中所謂搜索扣押，包括現場電磁記錄的搜索以及在搜索前透過網路搜索，瞭解現場電腦網路IP的數量，而協助檢察官研判現場電腦使用人的數量。此外實驗室的電腦專家也表示他們勘驗電腦主要先製作硬碟的映象檔（Imagine），再解析映象檔的資料，同時他們也會遵造檢察官的指示，在搜索票所示範圍之內，檢視檔案。但是如果在檢視檔案時，發現其他犯罪相關證據，則如何處理？就此，CCIPS的檢察官表示，理論上他們是可以透過美國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建立的「plain view」原則，扣押他罪的犯罪證據。但他們為保險起見，多半會另外向法院申請一張搜索票，再就他罪的證據實施扣押。與此相關的議題，雙方還進一步觸及檢察官在搜索企業時，如何扣押伺服器裡面的犯罪證據。CCIPS的檢察官表示，為避免企業無法繼續營運，他們原則上不建議扣押全部電腦，而僅製作電腦的映象檔，如果是搜索票所示範圍以外的犯罪證據，他們會先保全犯罪現場，回到法院另外聲請一張搜索票，再前往現場扣押他罪的犯罪證據。
四、3月16日上午參訪ICE總部的財產追查與扣押小組（Asset Identification and Remove Group, 下稱ARG）
在此係先由資深探員Norman J. Del Toro簡報，該小組編制在全國有26個單位，除了追查犯罪財產（包括犯罪所得與犯罪工具）並實施扣押與沒收外，還從事超時津貼的發給（overtime compensation）與沒收財產的分享（equitable sharing）。
（1） 超時津貼：所謂超時津貼是指ICE與地方警察合作追查犯罪，地方警察因而增加勤務負擔時，可以填具申請表向ICE請求超時津貼，ICE會以沒收的犯罪所得來給付，額度如果是在80萬美金以下，由Toro探員本身核定，額度如果在80萬以上100萬元以下由ICE的首長核定，額度如果在100萬元以上則由財政部財產沒收基金辦公室（Department of Treasury Executive Office For Asset Forfeiture, 下稱TEOAF）的主管核定。
（2） 沒收財產分享：所謂沒收財產的分享是指參與犯罪偵查的各個執法部門，包括地方警察或者是外國執法部門，以協議方式分享沒收的犯罪財產，但聯邦執法部門中由於ICE與海關與邊境執法局（Customs and Borders Protection, 下稱CBP）、國稅局IRS等單位同屬於財政部TEOAF相關的執法部門，這些部門沒收的犯罪財產都繳交該基金統籌運用，故這幾個單位之間彼此不分享犯罪所得，反之如果ICE與聯邦司法部財產沒收基金相關的執法部門合作，例如FBI、DEA等，則彼此之間會分享犯罪所得。此外ICE如果沒收的是一般的動產，例如汽車、船舶，可以直接撥交給ICE所屬單位或移交給合作的執法單位使用。
（3） 沒收財產的處理：對於沒收財產價值的估計，基本上會參考Kelly Blue Book這個網站來估價，之後並委託民間企業例如NADA在公開市場進行拍賣。對於查扣的財產，在沒收之前的保管，Toro強調由於沒收程序尚未完成，必須確保這些財產將來能夠以原來狀態返還所有人，對於不動產，ICE通常並不剝奪所有人的佔有狀態，只有查封張貼告示，讓所有人無法處分。對於動產，則ICE除了將其存放在倉庫外，還委託專業廠商定期進行保養，例如汽車，廠商會固定發動汽車引擎並更換機油，以維護汽車的良好狀態。當然對於不易保管之物，ICE也有例外的處理方式，一種是直接拍賣，保管其價金，一種是假設性的扣押（constructive seizure），由所有人交付保證金（bond），擔保犯罪財產不會滅失後，由所有人繼續持有。
接下來ICE財產沒收部的法律顧問Joseph M. Liberta為我們介紹美國財產沒收體系，他表示ICE傾向採用民事沒收途徑沒收犯罪財產，除非被告認罪協商的案件，檢察官將沒收財產列入協商條件，才會選擇採用刑事沒收程序。而ICE處理的案件，如果犯罪財產的價值在500,000元美金以下，會適用行政沒收程序，即ICE扣押犯罪財產後，會通知或公告30天的異議期間，所謂通知包括所有潛在的利害關係人，例如配偶或同居的子女。在此資深探員Toro補充一個案例說明，他表示過去他曾經在一個住宅內扣押一位女士的珠寶，他們通知了很多潛在的所有人，但疏漏通知當時該女士在監獄服刑中的丈夫，使得其丈夫沒能在民事沒收程序主張其權利，該民事沒收程序很快就確定，後來其丈夫出獄主張該珠寶為其所有，Toro探員考量正當法律程序原則（Due process），於是同意發還珠寶。另外在上述期間內所有人或利害關係人都可以向ICE扣押財產後交付保管的平行單位-CBP請求發還，如果CBP認為有理由，即直接發還，認為無理由，則CBP可能有兩種處理方式，一種是認為被告初犯或情節輕微，在另外科以被告罰鍰的情況下，發還扣押的財產；一種是CBP將被告的請求書轉送司法部，司法部即針對該財產向法院提起民事沒收對物訴訟。至於如果ICE扣押的犯罪財產是價值500,000美金以上的動產或任何價值的不動產，則不論有無人請求發還，CBP都必須通知司法部對該財產提出民事沒收訴訟。而有關第三人權益的保障，根據聯邦刑事程序規則（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第41g，任何人認為其財產受到不合法的搜索扣押或剝奪，都可以向法院聲請發還，不論是在民事沒收或刑事沒收程序。
五、3月16日中午參訪財政部TEOAF
在此係由該辦公室主管Hampl為我們簡報TEOAF的任務及運作情形。
（1） TEOAF的任務：透過有效運用沒收的犯罪財產，促使相關的執法部門成功打擊犯罪事業。
（2） TEOAF運作情形：近年來，TEOAF沒收犯罪財產的收益逐年成長，2003年是2億3千4百萬元美金，2010年是9億8千1百萬元美金，這些沒收的犯罪財產並回饋部分給相關執法機關，供這些機關從事裝備更新或教育訓練，或者在國外成立據點等業務。例如2010年TEOAF總共回饋1億6千萬元美金給相關的執法機關。Hampl認為TEOAF就像一家企業，要成功營運就必須推出最好的產品，而要推出好的產品就必須投資於生產部門，改善人員素質與機器設備。同樣的道理，與TEOAF相關的執法部門就是沒收財產基金的生產部門，他們需要被投資改善查緝設備與教育訓練提升人員素質。而且根據2007年的統計，犯罪所得超過10萬美金的重大案件，創造2億3千多萬的沒收財產，換言之百分之85的財產沒收基金收益來自於百分之8的重大案件，因此投資改善查緝設備與教育訓練更形重要，因為缺乏設備與人力的情況下固然可以應付例行性案件，卻可能是搞砸重大案件的原凶。在這樣的經營理念下，近年來TEOAF持續將沒收財產基金回饋執法機關，提升這些機關的執法能量，結果顯示這些機關持續沒收更多的犯罪財產，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這是為何前述TEOAF沒收財產基金近年持續成長的原因。如2008年佔全部案件百分之8的重大案件，所沒收的財產佔全部TEOAF收益的百分之87，2009年佔百分之90，2010年佔百分之93。不過隨著TEOAF所屬基金的加速成長，國會議員也注意到這塊資源，而企圖干預基金的使用，但是Hampl主管強調由於TEOAF非常重視內控機制，基金運用的決定與執法部門區隔，避免球員兼裁判，並且引進外部監控機制，由會計師審核每年的財務報告，使得基金的運用透明公開，足以說服政府及國會，繼續由TEOAF管理運用該基金。
六、3月16日下午參訪ICE的網路犯罪防治中心（其簡稱C3）
由四位探員分別為我們簡報其組織架構、任務功能以及聯繫窗口，並實地參觀網路犯罪實驗室，這個實驗室相較於司法部CCIPS的網路犯罪實驗室，規模約有2.5倍大，顯示其資源較司法部CCIPS豐富，究其原因，其中之一正如前述TEOAF主管Hampl提過，他們以財產沒收基金挹注ICE資金成立其網路犯罪實驗室。在ICE網路犯罪中心參觀的過程中有二件事值得一提：其一是在網路犯罪實驗室，我們發現有數十台SONY生產的PS3遊戲機，原因並不是供探員休閒玩樂，而是該實驗室為破解許多案件中電腦或網路帳戶加密的情形，在蒐集電腦使用人之生日、駕照號碼、住址門牌等資訊後，就交由PS3運算各種排列組合，再從事犯罪電腦或帳戶的「暴力破解」（意謂以大量的數字與字母排列組合後不斷嘗試輸入密碼直至破解）。其二是ICE網路犯罪防治中心從最近偵辦的案件中發現，許多不法份子正透過跨國性的地下經濟循環體系牟利，其態樣不外先在網路上竊取個人資料，而後以該個資在美國申請信用卡，並且以該信用卡在美國購物網站消費，令對方將貨品送達在美國人頭戶（MULS）的住處，這些人頭戶再接受這些不法者指示將貨品寄送外國或直接在拍賣網站銷售圖利。由於網路的匿名性加上跨國性，造成查緝上很大的困難，如何有效與各國執法機關合作，共同打擊這類犯罪，是該中心當務之急。
七、結論
此次參訪所獲，有許多值得我國借鏡之處，就刑事政策部分，美國與我國類似正面臨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其所採取的替代刑罰措施與矯治政策，值得我們後續觀察其實際成效。而量刑準則是我國目前逐步引進檢察體系的新作法，美國過去四十年的實施經驗足供我們參考。至於沒收財產制度，我國固然尚無民事沒收，目前法務部正嘗試取鏡美國對物訴訟，擴大單科沒收的範圍。但即便就扣押物或沒收物的處理，相較於美國，目前仍有許多不備之處，例如扣押物的保管，常見高價值的動產任其日曬雨淋，等到必須發還所有人時，該動產價值根本流失殆盡，難免部分地檢署面臨民眾求償的訴訟，因此美國在這方面委託廠商定期保養扣押物的作法，值得我們思考。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本次有幸奉派前往美國Stanford大學法學院擔任訪問學者，參與一流學府課堂之討論，運用其資源充沛的圖書館藏，從事本項主題之研究，收穫匪淺。猶記得在Stanford大學法學院開設「白領犯罪」課程的Mills教授在課堂中曾說過：「白領犯罪者對於金錢的貪念，用再重的刑罰也無法克制，只有沒收其犯罪財產，才能遏止其犯罪的意圖。」Mills教授曾經是著名的白領犯罪辯護人，恩龍案的雷伊董事長就曾經是他辯護的被告，從他口中說出這句感言，更具有說服力，而令吾人更深信財產沒收制度之重要性。 
從上述對於美國財產沒收制度之研究，本文對我國法提出以下幾點具體建議：
1、 為保護公益及被害人法益，沒收在法體系的地位，不應再依附於主刑，而應由從刑「扶正」為獨立之處罰手段。從我國過去幾年的司法實務經驗看來，嚴守刑事沒收的從刑主義，已經無法應付迅速變遷、關係複雜的現代社會，唯有引進行政與民事沒收手段才足以制裁並嚇阻企圖一本萬利的犯罪行為。
2、 行政沒收制度之精神與我國民事訴訟法中支付命令、假處分相近，同樣都是容許當事人一方在一定條件下課予對方財產上不利益，而在一定期間內相對人如提出異議，即進入司法訴訟程序，否則即終局確定。兩者主要的差別在於行政沒收的當事人一方為國家。從這個角度理解行政沒收，則這項制度與我國法的距離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遠，建議不妨考慮先在一些特別法，例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人口販賣防制法或洗錢防制法中引進行政沒收，同時參考美國法，將其對象限制於車輛及價值一定金額以下之財產，再設計通知及公告制度，經利害關係人表示異議，檢察官即有義務在一定期間內聲請單獨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訴。如此既能保障人權的財產權，又能兼顧公共利益之維護。
3、 美國CAFRA法案中民事沒收程序雖有民事之外型，卻有刑事制裁之靈魂，我國沒收制度若要突破逃亡通緝被告無法沒收其財產之困境，唯有引進民事沒收之精神，卻無須借用美國民事沒收之外殼，直接擴充我國刑法第40條單獨宣告沒收的適用範圍即可，換言之，讓刑法第40條聲請單獨宣告沒收等同於美國民事沒收程序，將其適用範圍從現有的違禁物、專科沒收之物，擴充及犯罪所得。當然，在程序法部分應該配套修正，充實其聲請程序、證據門檻及救濟途徑等。
4、 目前部分特別刑法設有保全扣押財產之規定，例如洗錢防制法、人口販運防制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貪污治罪條例等，究其條文卻僅僅簡單規定：為保全追徵、追繳及抵償，得酌量扣押其財產等語，問題是此一保全扣押財產程序之法律性質為何？是沒收前扣押行為或是證據保全行為？保全扣押的主體是警察機關或檢察機關，甚或是法院？有無司法審查之必要？又一旦實施保全扣押財產，其效力持續多久？而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又該如何保障其權利？執法機關又該如何保障潛在利害關係人權利等？目前答案均付之闕如。本文建議主管機關應將上開法律採包裹立法的方式，參考美國起訴前禁制令的作法，具體規範其操作程序，重點包括保全扣押之主體應規定偵查中為檢察官，審判中為法院；檢察官實施保全扣押財產後，應立即通知所有可能的潛在利害關係人於一定期間內主張權利，檢察官如認其主張為有理由，應即解除扣押。如認無理由，應駁回其主張；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就檢察官的扣押處分得提出準抗告，請求法院審查保全扣押是否合法。此外檢察官保全扣押的效力僅止於起訴前，一旦起訴移審，必須由法院裁定是否續行保全扣押財產。
5、 美國財產沒收法制中有刑法第2466條所謂逃犯失權原則，值得我國參考引進，而在我國刑法中以擴充單獨宣告沒收之範圍，增設逃犯財產沒收條款，使逃亡經通緝一定期間以上之被告，其犯罪所得得以被單獨宣告沒收，而且參考美國法對上開條文的實務見解，對於法律修正過後，仍持續逃亡拒不到案的被告，認定屬於新發生的事實，可以適用新法單獨沒收其財產，並不受到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的限制。
6、 綜觀美國行之有年的財產沒收制度，可以發現它的配套措施相當完整而複雜，其中包括沒收基金之運用及扣押物保管機制，沒收基金的運用讓行政機關不斷提昇執法能量，進而更有效打擊不法，沒收更多犯罪所得，充實國庫，保障公益。而扣押物保管機制，不僅維護當事人權益，同時保全財產價值，避免出現發還財產或沒入國庫時，價值已經嚴重滅失之情形。如此作法值得我國師法，特別是我國目前對於贓證物的保管尚非完備，近年來常見因保管不當產生國賠事件，由於贓證物或扣押、沒收之財產本身，屬於客觀之物，並沒有偵查不公開的問題，應該容許外包民間企業負責定期保養維護，而外包廠商所需經費，在政府預算吃緊的當下，藉由沒收基金的設置及運用來挹注，應該是斧底抽薪的好辦法。
第二篇 其他美國法之研究

第一章 從美國「問題解決法庭」檢視我國當今刑事司法政策

一、前言
舊金山時報2011年1月24日刊登以下這則新聞：舊金山市新任檢察長George Gasco´n於今日宣布他正草擬計畫整頓陷入泥沼的舊金山司法系統，他計畫將成千上萬的輕刑犯交由社區法庭（community courts）來處理。這位前任警察局長的構想是設置7或8個社區法庭，各設有若干仲裁人(mediator)，裁決一些輕罪，例如順手牽羊、賣淫、少量毒品犯以及違法攤販等罪行，判斷被告是否無罪或有罪，並且對有罪者處以監禁以外的刑罰，他們也會指定這些違法者從事社會勞動，協助他們改正行為。因此被告在被逮捕之後，不再等待法院在數個星期後開庭審理，而是由經過訓練的仲裁人在當天馬上召開非正式法庭，聽取一些警察的證詞後，決定被告應接受的適當處罰，包括社區服務、賠償或向被害人道歉等。這些被告如果充分配合完成這些條件，則當次的犯行將從紀錄上刪除。但是如果違反這些條件而重複出現在社區法庭，那這些被告將被起訴至普通法庭。Gasco´n表示：我們把太多行為罪刑化，造成目前司法系統在財政上無法負擔。事實上舊金山市目前已經有數個問題解決法庭（Problem-solving courts），處理施用毒品、精神障礙等問題，還包括每個月或每二個月召開的的社區法庭，處理各類微罪。設置這些法庭的目的是要將犯有上述罪行的被告轉入社區勞動，避免他們進入過度擁擠的監獄
。
上述報導中提及的問題解決法庭是美國從1989年起興起的司法改革風潮，目前全美估計有超過2500個問題解決法庭，其實施狀況及其背後代表的意義，值得深究。本文以下將先介紹問題解決法庭的意義及其背景，其次說明問題解決法庭運作的狀況及其產生的問題，最後再回顧我國近年來刑事司法政策之演進，並與美國問題解決法庭發展之經驗相比較，提供我國往後研擬政策之參考。
二、問題解決法庭的意義及其背景
（一）問題解決法庭的意義：美國問題解決法庭的濫觴可以追溯到1989年在佛羅里達州的Dade county開始運作的毒品法庭，這個法庭致力於解決毒品再犯問題，對於染上毒癮的毒犯判處接受司法監督下的治療處分，以替代傳統的監禁處分。這些參與治療處分的被告接受法官的持續監督，法官因而能迅速回應被告參與治療處分的成功或失敗，分別給予回饋或懲罰，以確保這套制度的約制效果，如果被告完成治療處分，法官的回饋是降低被告刑度或甚至宣告免訴（Dismiss the case）。反之，如果未能配合，則被告會立即受到短期監禁（jail）的處罰。Dade county毒品法庭的實驗受到美國舉國的關注。美國國家司法中心（National Institution of Justice）為此還作專案研究指出，Dade county毒品法庭的被告與其他非毒品法庭的被告比較起來，再次受逮捕的比率明顯偏低。這樣的結果促使毒品法庭隨後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國各法院成立。根據2000年間的統計，美國總共已經有500個毒品專庭。這股風潮也受到聯邦政府的鼓勵與支持，美國國會1994年通過防制犯罪法案時，授權檢察總長核准在全國設置毒品法庭，並於2000年編列5000萬美金的預算在聯邦司法部毒品法庭專案辦公室項下，從事毒品法庭的建置。
這波司法改革的風潮並不僅止於毒品，在毒品法庭逐步推展的同時，許多專庭或問題解決法庭也一一成立，嘗試用新的方法解決一些困難的案件，例如家暴案件、被告為精神障礙之案件、少年事件、性侵害案件、老兵案件等。此外於1993年從紐約市中心開始出現社區法庭的概念，社區法庭處理的犯罪集中在微罪或者屬於直接影響民眾生活品質的犯罪，例如發生在時代廣場附近的賣淫、順手牽羊或持有少量毒品等犯行。這些輕刑犯通常被判處社區勞動，例如掃街、清潔公園等行為，以回復其行為對社區的傷害。此外法院也要求被告到一些定點接受醫療照顧或工作訓練，以澈底解決直接導致這些犯罪的社會問題。在此同時，法院也嘗試引導許多當地的社區機制，例如社區醫療、住戶協會等，進入刑事司法程序。紐約市關於社區法庭的經驗，後來許多城市也跟進並加以發揚光大，例如Oregon州的波特蘭市在全市設立社區法庭，並且常在社區居民活動中心召開法庭程序
。
儘管美國在90年代陸續出現各類問題解決法庭，但整體而言，這些問題解決法庭共同具備以下因素：
1. 案件結果：問題解決法庭致力於追求對被害人、被告以及社會而言，實際的效果，包括降低再犯率、降低孩童托育中心的人數（foster care for children）、幫助酗酒或毒癮者戒癮、促進更健康的社區等。
2. 系統改變：問題解決法庭不僅促進司法改革，更促使整個政府組織重新檢討如何回應毒癮者、精神病以及失助孩童。例如家事法庭在處理失助孩童事件時鼓勵當地兒童福利局採用新的人力編排模式以改善案件處理效率。
3. 司法監督：問題解決法庭運作的關鍵是積極運用司法的權威解決問題，而改變訴訟當事人的行為。有別於過去法院在司法程序結束後，把接下來的問題交給其他法官（如再犯、慣犯），交給假釋官、觀護人，交給社區治療方案，現在問題解決法庭的法官在案件結束後繼續關切案件當事人的問題。例如毒品法庭的法官持續監督毒犯在戒癮計畫的表現，要求他們經常回到法庭接受尿液檢驗，並報告戒毒的進展。
4. 跨領域合作：問題解決法庭統合各個政府部門與非營利組織（例如犯罪調查部門、社福團體、社區組織等）的力量，達成法庭設定的目標。例如家庭暴力法庭就與觀護部門建立合作關係，共同改善對家暴被告的監控。
5. 非傳統司法角色：問題解決法庭已經轉變了法庭在當事人進行主義之下的角色與特徵。例如在很多毒品法庭中，檢察官與律師共同為被告設計毒品戒癮計畫的回饋與懲罰。而問題解決法庭也經常讓法官跳進不熟悉的領域，例如參與社區會議或仲介社服工作者
。
（二）問題解決法庭產生的背景
為何美國在90年代會出現問題解決法庭的風潮，學者歸納起來，有以下背景：
1. 對傳統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反思：在英美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刑事司法架構下，向來強調當事人間的對抗，重視的是案件的勝敗，忽視案件結束後對當事人真正的影響。司法的功能逐漸遠離人性化，走向機械化，不管當事人的情緒或感情
。尤其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法庭活動高度耗費時間、人力與資源，因此在美國有百分之95的刑事案件以認罪協商的方式解決，只有百分之5的案件進行交互詰問
，否則法院無法負荷法庭活動的高度成本。但如此卻造成法院必須以最少的時間處理最大量的案源，法庭變成「認罪協商大道」，法官對於施用毒品、精神障礙或家庭暴力案件背後複雜的因素欠缺應有的資訊，更缺乏刑罰的裁量權（因為這類案件多數經過認罪協商），於是法官對於解決這些犯罪問題根本束手無策。Minnesota州首席法官Kathleen Blatz說出許多法官對這種情況的感嘆：「法官們具有高度挫折感，我想問題解決法庭的這波改革是因為法官感覺過去處理案件像是蔬果工廠，就是一直不斷轉動案件，我有一位法官同事在法庭上對被告說，我感覺我好像在為『麥當勞司法工廠』做事，我確信對你不見得最好，但起碼我們很快。」不僅法官如此，檢察官及律師也有同樣的挫折感，San Diego的副檢察長Patrick McGrath說：如果你找法官、檢察官及律師聚在一起，他們一定會抱怨說：「我接受這些教育，卻做了什麼事？我只是在工廠的裝配線，對案件的最後結果根本毫無影響。」從統計數字上也印證這些檢察官或律師的無奈，無論是家暴、施用毒品或是其他輕罪案件，大概有四成或五成左右的被告，走出法庭時並沒有受到實質的處罰或任何有助於改善其問題的協助。此外緩刑期間的高度再犯率也證實法庭程序根本無法嚇阻犯罪。上述司法工作者的挫折感讓法官們思考他們應該做一些事改變現況，於是促成問題解決法庭的改革運動
。
2. 監獄人滿為患：美國在過去25年間監獄人口前所未有的大幅成長，目前約有230萬的人犯關在監獄，占美國人口的百分之5，卻是全世界監獄人口的百分之25，人口數中每十萬人就有約700人關在監獄，這是全世界工業國家中比例最高者，排名第二的俄羅斯同類比例才500多人
。而美國一位監獄人犯平均必須耗費48,843美金，與上述大量的監獄人口相乘，對於政府財政造成嚴重的負擔。這樣的情況迫使決策者重新思考對抗犯罪的策略是否繼續過度依賴監獄。
3. 觀護業務的日益困難：根據2007年的統計，美國當時有4,293,163人處於緩刑中，有824,365人處於假釋中，由於緩刑或假釋的更生人日益增多，造成美國的觀護系統過量的案件負荷
。許多觀護人反應無力持續追蹤聯繫更生人，也無法有效監督更生人是否遵守緩刑或假釋期間的相關規定。
4. 公共政策理論的進步：例如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 theory）
的出現改變人們對於輕刑犯的重視程度，導致社區法院出現，對輕刑犯處以轉向措施，避免他們進入監獄並能及時矯正他們的反社會行為。又例如婦女運動促使社會體認到家庭暴力的嚴重性，導致家庭暴力法庭的誕生。
5. 治療性法學（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的興起：治療性法學是美國90年代興起的法學思想，強調法律與精神健康的交互影響，他們認為法律透過信賴及程序的公平性，可以增加人們心理的幸福感，因此被告如果能參與公平的審判程序，討論他自己應該接受如何的治療或處罰，便能增加被告遵守法律的機會
。於是後來治療性法學被認為是問題解決法庭的理論基礎，讓法官具備更多的信心，以特定的模式解決被告的問題
。第一個出現的問體解決法庭-毒品法庭也被認為是治療性法學的理論初實踐
。
三、問題解決法庭實踐的成果與面對的質疑
（一）問題解決法庭的成效：問題解決法庭實施的成效到底如何，影響這股司法改革風潮能否持續，由於毒品法庭最早成立，而存在最長的追蹤紀錄，因而對其有完整的實證研究。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毒品法庭已經達成約束被告接受戒癮治療，降低毒品使用與再犯率，以及節省監獄成本等目標。其中對毒品法庭最權威的研究是由哥倫比亞大學濫用藥物與毒癮研究中心（Columbia university’s National Center on Addiction and Substance Abuse，以下簡稱CASA）所作的綜合變換分析（meta-analysis），他們對全國48個毒品法庭作出59個獨立的評量。他們的結論顯示毒品法庭的參與者完成法庭所要求毒癮治療的比率遠超過自願參與戒毒計畫者（即無法院介入者，例如民間戒毒村），其中在法庭監督下完成一年治療計畫的比率是百分之60，反之自願參與戒毒計畫，完成者僅百分之10至30。此外CASA的分析發現被告施用毒品以及再犯率在毒品法庭介入期間都實質減少。更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即便毒品法庭對被告實施的方案結束後，對被告的效益持續存在，換句話說，參與毒品法庭方案的被告再次被逮捕的比率也相對較低。除了這些對被告本身的影響外，CASA的分析發現，毒品法庭具有節省經費的效果。一般而言，監獄的成本遠大於治療，而毒品法庭即便加計它運作的行政成本，比起監獄仍然更能節省經費。以Oregon州的一個毒品法庭為例，CASA的研究發現，在二年的期間內，在有440個被告參與毒品法庭方案的情況下，節省了250萬元美金的司法成本。CASA更評估刑事司法系統外的經濟效益，包括減少被害、降低竊盜發生率、社會成本以及醫療需求，而能節省額外的一千萬美金
。
至於其他問題解決法庭目前尚缺乏完整的評量，很難論斷其成效如何
。
（二）問題解決法庭面對的質疑：
1.問題解決法庭無法發現真實，但其所做的決定卻影響被告的未來。此外並沒有任何程序確保被告在自由意願下同意參與法庭提供的方案，則被告會不會在法庭帶有壓迫性的環境下同意法官的建議，不無質疑。
2.問題解決法庭的法官欠缺解決問題的專業能力，例如社會學、心理學或藥理學，反對者認為法官只是帶著熱情從事問題的解決。而即便法官能夠具備相關的專業，成為社會科學家、臨床醫生，接下來的質疑是他們會不會開始無法傾聽當事人的意見而變成單向溝通。
3.問題解決法庭會不會使公權力對被告的控制更加全面，反而讓犯罪案件成長？也就是產生擴網效應（net-widing），譬如被告在法官的要求下，每週到法庭報到接受尿液檢驗，則如果被告在這中間吸毒就很容易被查獲，這在過去因為觀護人監控的密度沒有這麼高，被告再次吸毒被查獲的機率也不會這麼高。
4.問題解決法庭是否超越了權力分立的界線，當法官涉入說服者、仲介人、組織者等角色時，是否已經侵越了行政權，法官此時是否已經在決定政策？更直接的質疑是問題解決法庭是否是法官逐漸流失裁量權後的爭權行為。目前美國有17州採取定期刑（determinate sentence）制度，也就是各種犯行的刑度已經立法固定，例如加州對各種犯行訂出三層固定刑度，短期刑、中期刑、長期刑，在此制度下法官對刑度幾乎沒有裁量權。加上聯邦及部分州採取量刑準則（sentencing guideline），使得即便是採取不定期刑（indeterminate sentence）的州法官也沒有多少裁量權
，但是如果是在問題解決法庭，一切交由法官主導，決定被告的處置方案，似乎法庭的裁量權再度回到法官手上，因此有人質疑問題解決法庭風潮的背後，存在法官爭權的動機。
四、從美國的經驗檢視我國目前的司法政策
（一）從民國88年司法改革會議以來，我國刑事司法制度基本上是走向當事人進行主義，陸續引進交互詰問、證據排除法則以及認罪協商制度，為了為法庭挪出進行當事人主義的時間、空間，司法院一直希望法務部降低起訴率，提高認罪協商比率。法務部一方面為配合朝當事人主義修正的趨勢，一方面為舒解監獄人滿為患的壓力並減少短期自由刑的弊病，也逐步修法採用諸多轉向措施，包括緩起訴、緩刑附條件、社會勞動等制度，讓重罪以外的被告在不同訴訟階段都有機會轉向進入社區服務、賠償被害人等替代刑罰措施。
（二）從美國經驗省思我國刑事司法政策
1.當事人進行主義不是解決犯罪問題的萬靈丹：從上述說明可以發現美國從90年代起已經在反思當事人進行主義，訴訟參與者在這套刑事訴訟制度下的挫折感，促成了問題解決法庭的興起。很諷刺的是，在同一期間我國卻全力加速航向當事人進行主義，而且似乎正努力複製美國的歷史經驗，希望能透過大量認罪協商，減少進入交互詰問的訟源，近年司法院更採用刑事審查中心，過濾大部分自白案件，僅讓少數不認罪案件交付審理。但是我們即便達到與美國相同的比例，僅百分之5進入審理，民眾對司法的信賴就會提高嗎？那百分之95的犯罪問題解決了嗎？或者法官可以認為「執行」是檢察署的事，而後檢察官可以認為「保護管束」是觀護人的事，而後觀護人再認為反正更生人「再犯」是警察、檢察官與法官的事，於是司法體系內的多數參與者都把燙手山芋往後丟（pass off），因此這些被告的問題永遠在司法體系內循環，讓案件愈來愈多，讓司法人事與預算永遠無法趕上案件的成長，這就是我們要的司法制度嗎？而法院用百分之95的時間解決那百分之5的案件，是對社會最好的資源配置嗎？這些問題本文都沒有答案，但Oregon州波特蘭市的檢察長Michael Schrunk下面這段話值得我們省思：「對我們而言，微軟的訴訟或O.J. Simpson的法庭固然很精彩，但這些只是佔每天發生在我們公民世界的案件裡，很少很少的比例，我強烈的相信我們必須致力於提高公眾對司法的信賴度，因為許多公民，坦白講，並不認為法官的表現是恰當的。
」
2.問題解決法庭的概念可以應用在毒品犯罪:首先在概念理解上，必須注意問題解決法庭不等於專業法庭，我國司法院近年來推動不少專業法庭，但專業法庭並不等於問題解決法庭，只能說專業只是問題解決法庭的一部份特徵，問題解決法庭還必須包括上述案件結果、系統改變、司法監督、跨領域合作、非傳統司法角色等特徵。由於我國法院案件負擔沈重，本文的建議是既然在美國經過相當的實證研究證實，毒品法庭的確可以達成約束被告接受戒癮治療，降低毒品使用與再犯率，以及節省監獄成本等正面效益，我國不妨先引進毒品問題解決法庭之概念，應有助於維護治安，減少犯罪，進而降低案件數，產生正向循環。其實我國目前實施的毒品減害計畫與美國毒品問題解決法庭的概念相近，最大的差別在於美國是由法官主導監督被告的戒癮計畫，我國則由檢察官主導監督（少年事件除外），另外我國對被告的戒癮計畫集中在美沙冬替代療法，美國則並不特定。然而本文認為問題解決法庭所能產生的效益更勝於毒品減害計畫，原因是從預防犯罪的觀點而論，刑罰要產生嚇阻犯罪的效果，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確定（certainty）、迅速（quick）及嚴格（severe），換句話說在有人犯罪後，刑事程序要確保被告會受到處罰，而這個程序要迅速完成，其處罰並且必須是相當嚴厲的，如此才能發揮刑罰預防犯罪的功能。由於我國毒品減害計畫是檢察官透過緩起訴處分約制被告遵守戒癮計畫，被告在此期間再犯，一則未必被查獲，再則即便被查獲，檢察官必須先撤銷緩起訴處分，再行起訴，又經法院判決確定，被告才會受到處罰，這個程序必須耗費相當時日，足夠供被告滿足相當期間之毒癮，坦白說這樣冗長的程序很容易令被告心生僥倖，從而提升再犯率。反之，在美國的問題解決法庭，被告每週必須到法庭報到接受驗尿，一旦發現被告違反戒癮計畫，可能馬上被法官裁定監禁，所以這是一個夠確定、迅速而嚴厲的刑罰，較能嚇阻被告再犯，從而增加問題解決法庭的正面效益。
3.司法應結合跨領域的力量解決犯罪問題：從上述美國問題解決法庭的發展軌跡來看，法庭結合犯罪調查部門（警察）、觀護人、社福團體、社區組織的力量，共同尋求解決犯罪問題，是目前的發展趨勢。美國Stanford大學法學院教授John Petersilia 主張非正式的社會控制力量（例如家庭、社區）要比正式的控制力量（例如司法、警政）來得有效，而從美國過去十年對於刑罰替代措施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要有效防止再犯，對被告的處遇措施必須結合「監控」（surveillance）與「治療」（treatment），二項措施缺一不可
。所以司法必須借助警察、觀護部門的力量監控被告，同時也必須仰仗社福團體、社區力量協助治療更正被告的反社會行為或是精神衛生疾病。從這個觀點來看，目前我國的緩起訴、緩刑及社會勞動政策，鼓勵地檢署結合社福團體、社區團體，要求被告從事公益服務，參與社區活動，促使被告早日回歸社會，應該是解決犯罪問題的有效策略。但本文仍建議，不論緩起訴、緩刑所附條件，在一些案件類型都不應該忽略對被告的監控部分，例如結合刑事訴訟法第253之2第5款命被告提供義務勞務及第8款預防再犯之必要命令，要求被告定期向警局、地檢署或法院報到，應該能夠更有效防止再犯。此外社區法庭的概念有助於即時處理微罪，藉助社區力量約制輕刑犯，一方面避免短期自由刑以及監獄過度擁擠，一方面運用破窗理論，防微杜漸，減少重大危害治安犯罪的發生機率，應該也可以考慮引進我國。
4.我國司法實務需要更精確的實證研究：從美國為評估問題解決法庭的效益所作實證研究可以發現美國司法是一個很重視成本效益的體制，他們很精確的計算毒品問題解決法庭運作之下，被告再犯率如何？法庭本身運作的行政成本為何？節省監獄成本為何？創造的法庭外效益為何？這對於推動一項制度而言，具有高度的說服力。反觀我國司法實務似乎一直欠缺這樣精確的實證研究，以緩起訴而言，自91年2月實施以來已約9年，緩刑參照緩起訴增訂附條件，自95年實施以來也已近5年，應該已經具備相當的追蹤樣本，但到底這套制度實施的效益為何，目前並無精確的效益評估。儘管過去每年高檢署對於緩起訴業務會實施績效評比，但這與效益評比畢竟不同，效益評比應該要能呈現出這些緩起訴、緩刑能創造出多少公益產值，被告在各款附條件的約束下，再犯率分別有多高，有了這些實證資料，對內可以提供檢察官、法官作為其指定附加條件的參考；對外才能向外說明這套制度的價值（例如澄清緩起訴處分金是地檢署私房錢的說法），提高司法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賴程度。為此，本文建議法務部能擬定專案計畫委託學術單位針對緩起訴、緩刑或社會勞動的成本效益進行實證研究。
五、結論
人類文明向來在黑暗中摸索前進，司法制度也不例外，從美國90年代以來問題解決法庭的興起，可以證明當事人進行主義解決的是「犯罪案件」，沒有辦法解決「犯罪問題」，對於當事人進行主義系統的挫折與無奈，驅使美國法官企圖以問題解決法庭為手段，為改變社會盡一份心力。我國刑事司法制度目前正朝當事人進行主義大力修正，美國法官的挫折感帶給我們一個警訊，問題解決法庭則提供我們一個方向，就看我們所有的司法參與者是不是在每一個階段都願意為解決犯罪問題盡力，而不再把問題pass off給下一階段的工作者。
第二章 美國Miranda條款與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5條之比較

壹、前言

我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訴法）第95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左列事項：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辯護人。四、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此係民國86年12月12日立法院參考承認被告有緘默權之立法例，明定訊問被告時，應告以「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以保障被告得自由陳述及保持緘默之權利
。所謂被告有緘默權之立法例，美國Miranda條款即為著例。本文以下擬先介紹美國Miranda條款以及目前在美國司法實務實踐之情形，再以之與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5條司法實務運作情形做比較。

貳、美國Miranda條款之背景介紹及其司法實務

美國Miranda條款其實原本並非立法明文，而是美國最高法院於1966年在Miranda v. Arizona案中，認為犯罪嫌疑人受逮捕拘禁的狀態具有壓迫性的本質，其壓迫性來自於警察為獲取自白而可能採取的各種手段，例如兩位警察分辦黑白臉，一位對被告窮追猛打，一位動之以情，又或者譴責被害人，降低犯罪嫌疑人之罪惡感，或是勸犯罪嫌疑人放棄請求律師到場等等，最高法院為衡平此時對犯罪嫌疑人不利之地位，驅除其間的壓迫性，要求警察在逮捕拘禁犯罪嫌疑人並實施訊問前，必須宣告其以下基本權利：他（她）有權利保持緘默，如果他（她）陳述的任何事項都可能成為法庭上對他（她）不利之證據，而且他（她）有權利請求律師到場，如果他（她）經濟能力上無法雇用律師但有這樣的需求，在訊問他（她）之前，會為其指定一位律師
。因此具體而言，Miranda條款本身並非憲法保障的權利，而是一種措施，目的在確保犯罪嫌疑人不在具有壓迫性的環境下，為不利於己之陳述
，從而落實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所保障的不自證己罪基本權
。

基於上述Miranda條款產生的背景，美國法院在此後的四十多年，透過重要的判例，為Miranda條款訂出很多具體明確的適用準則，供執法人員遵循，並且讓Miranda條款真正落實在刑事訴訟程序。以下分別論述之：

一、何謂「逮捕拘禁」（custody）？

由於宣告Miranda條款的其中一個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受到逮捕拘禁，因此何時構成逮捕拘禁在判例中有很具體的討論。以被告自行到案的情形而言，在Oregon v. Mathiason一案，被告涉犯無故侵入住宅罪後，經警方通知到警局說明，警察將其帶入偵訊室，在未告知Miranda條款的情況下，謊稱現場採集到一枚被告指紋，被告聞言經過幾分鐘即自白犯罪，此時警察才告知Miranda條款。後來在審判時，被告主張警察違反Miranda條款，其警訊自白欠缺任意性，不得採為證據。但一審法院不採納其主張，被告上訴至Oregon最高法院，該法院卻認為警察當初的訊問是在對被告具有壓迫性的環境做成，應該負有告知Miranda條款的義務，因而撤銷原判決。然而美國最高法院卻認為Miranda條款只有在被告經逮捕拘禁或者是被告的行動自由受到剝奪時，才必須告知，本案被告是自行到案，在其自白前並沒有證據顯示其自由受到限制，因此未告知Miranda條款並不影響自白的證據能力
。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Yarborough v. Alvarado案，美國最高法院認為被告Yarborough在犯罪後自行到警局接受訊問，過程中警察兩次詢問被告是否需要休息，被告的父母也一直在警局大廳等候，種種跡象顯示被告當時隨時可以決定結束偵訊返家，並沒有受到正式的逮捕拘禁，行動自由也沒有受到限制，故Miranda條款並不適用
。至於交通攔檢是不是逮捕拘禁？根據美國最高法院在Berkemer v. McCarty案表示的看法，亦不屬之。但是如果嗣後警察以交通違規為由逮捕駕駛人（美國有些州將交通違規訂為犯罪），即便是輕罪，仍然必須告知Miranda條款
。

二、何謂訊問（interrogation）?

何謂訊問，從字面意義上，固然明確指警察或其他執法人員為調查犯罪而詢問犯罪嫌疑人與犯罪有關之事項，但下述情形是否屬於訊問，非無疑義。RHODE ISLAND州的Innis於1975年1月12日晚上槍殺了一位計程車司機，5天後警察在RHODE ISLAND大學附近逮捕了Innis，當時Innis身上沒有帶槍，警察當場為Innis宣讀了Miranda條款，Innis也表示他需要律師到場才陳述，於是警察將Innis帶回警局，在上車前警察隊長再三叮嚀隨車警察在途中不要詢問Innis，也不可以威脅或強迫他陳述。在返回警局的途中，隨車警察開始聊天，有一位警察提到這附近有一所殘障學校，這件槍擊命案的槍還沒有找到，不知道會不會有小朋友撿到而誤傷了自己或同學，此時另外一位警察也附和說：對啊，我們應該繼續搜尋現場，因為這牽涉到安全問題，也許一位小女孩撿到那把槍就結束了她的生命。這時犯嫌Innis突然打斷警察們的談話，說我們應該掉頭回去，他可以為警察指出槍藏放的地點。於是警察趕快開車回到現場，警察隊長再次為Innis宣讀Miranda條款，Innis回應說他了解這些權利，但他為了這附近地區孩童的安全，願意指出槍枝所在，果然經過Innis的指引，警察很快在附近的岩石堆中找到了兇槍。該兇槍後來成為證據之一而使Innis在一審法院被認定構成殺人罪，但RHODE ISLAND最高法院撤銷該有罪判決，認為警察在車上談話的過程已經構成一種「訊問」，而當時Innis已經主張律師到場的權利，警察仍從事「訊問」，已經違反Miranda條款。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只要警方所認知的任何言語或動作，可以令人合理相信能夠從犯罪嫌疑人方面獲取對其不利之陳述，就屬於Miranda條款中的訊問。但就本案而言，在警車上警察間的談話還不能令人合理相信能獲取犯罪嫌疑人不利於己之陳述，故否定了RHODE ISLAND最高法院的判決
。從美國最高法院就本案的見解可以發現他們並不認為所謂訊問，僅侷限在警局偵訊室中警察與犯罪嫌疑人的一問一答，而是包括所有在逮捕犯罪嫌疑人後警察與犯嫌之間言語或動作，只要他們的互動可以令人合理相信能獲取犯嫌不利於己之陳述。既然如此，那接下來如果是臥底警察或線民利用犯罪嫌疑人不知其真實身份的情況下，獲取犯罪嫌疑人不利於己之陳述，是否屬於Miranda條款中的訊問？因為這時警察當然合理相信他們這樣的安排足以獲取犯罪嫌疑人不利於己之陳述，但美國最高法院在Illinois v. Perkins案中認為要求警察宣讀Miranda條款的前提是警方支配的氣氛與其中的壓迫性，但是這些因素在犯嫌不知道對方是警察或線民身份的情況下，都不會存在，有沒有壓迫性應該從犯罪嫌疑人的角度觀察，當他認為自己在跟他的同房牢友分享犯罪經驗時，壓迫性的氣氛是不存在的，所以此時未宣讀Miranda條款並不違法
。

三、何謂主張（invoke）或放棄（waive）權利？

警察宣讀Miranda條款後，犯罪嫌疑人可以主張他保持緘默或律師到場的權利，也可以放棄這些權利接受警方的訊問。基本上只要犯罪嫌疑人主張其基本權利，警察必須馬上停止訊問，即便犯罪嫌疑人原本放棄這些權利接受訊問，在過程中也可以隨時再主張權利，警察必須馬上中止訊問
。但是犯罪嫌疑人如果要主張權利，必須具體明確的陳述他要保持緘默或請求律師到場，單純拒不陳述的動作並不被認為是有效主張緘默權的行為，美國最高法院於2010年在Berghuis v. Thompkins案中認為，Miranda條款是在衡平犯罪嫌疑人不自證己罪的基本權與公共秩序之維護，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具體明確主張其權利，僅單純拒絕陳述，事後在法院表示這是主張緘默權的意思，那將導致法院很難認定這些動作是否構成有效的權利主張，譬如犯罪嫌疑人雖不陳述但有點頭，或對警方的訊問完全無動於衷等等，都會造成法院事實認定的困難，間接妨礙公共秩序之保障。同時這也會令警方無所適從，也就是警方還必須猜測犯罪嫌疑人的肢體動作，才能決定是否繼續訊問。因此犯罪嫌疑人在知悉明瞭Miranda條款所保障的權利後，如果未具體主張緘默權而僅拒絕陳述，不構成有效主張緘默權，警方可以繼續訊問
。反之，警方只要能夠確定或事後檢方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知悉並明瞭這些權利，犯罪嫌疑人接下來作出陳述就直接構成有效的權利放棄（waiver）。此外犯罪嫌疑人主張保持緘默的權利或請求律師到場的權利，對警方而言，後續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如果是前者，犯罪嫌疑人經過一段時間的緘默後，警方可以再次發動訊問被告，並告以Miranda條款，犯罪嫌疑人如果陳述，即代表放棄緘默權
。但如果是後者，警方不得再次訊問，直至律師到場，或者犯罪嫌疑人主動請求警方詢問
。然而2010年2月美國最高法院在Maryland v. Shatzer案中表示犯罪嫌疑人在警方訊問過程中主張律師到場的權利而使得訊問中斷，則如果犯罪嫌疑人之後被解還監獄（如本案被告）或釋放回復正常生活，時間長達14天以上，即足以促使第一次訊問的壓迫性消失，警方可以再次對犯罪嫌疑人發動訊問並告以Miranda條款。至於為何是14天，最高法院說他們也可以不訂出明確的天數，讓將來法院在個案中決定第一次訊問中斷的天數是否足以促使對犯罪嫌疑人的壓迫性消失，但是這樣會讓警察無所遵循，無法判斷中斷幾天後他們可以再次合法訊問，因此最高法院從經驗法則決定，14天足以提供犯罪嫌疑人充分的時間去回歸他正常的生活，去諮詢他朋友或律師的意見，從而驅除第一次訊問帶來的壓迫性
。

四、違反Miranda條款是否有證據排除法則中「毒樹果實理論」之適用？

根據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Pantane一案中表示，「毒樹果實理論」基本上屬於違反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禁止違法搜索）所發展出來的原則
，並不當然適用在違反第五修正案之情況
。因此，如果警察只是漏未告知犯罪嫌疑人其Miranda條款，該次陳述固然不得引為證據，但不影響第二次訊問時，經過告知Miranda條款的情況下，犯罪嫌疑人陳述之證據能力，原因是前面未告知Miranda條款，不會對第二次的訊問造成強迫性
。此外未告知Miranda條款的訊問下，警方依犯罪嫌疑人之陳述所獲得的物理證據，例如槍、毒等，也因這些物理性證據並沒有自證己罪的問題，自然不受第一次訊問程序違法的影響
。但是如果警方有計畫採行「question first」的訊問方式，有計畫的先在第一次訊問時，不告知Miranda條款，等到犯罪嫌疑人自白或做出不利於己的陳述後，再正式告知Miranda條款後，做第二次訊問。此時美國最高法院認為第二次訊問應該當作第一次訊問的接續，第一次訊問未告知Miranda條款，違反的效力會影響第二次訊問時犯罪嫌疑人陳述的證據能力
。上述規則在適用上判別的準則應該是警方第一次訊問時是否是善意「good faith」，另外二次訊問內容是否高度重複而得看出訊問者有心運用不告知Miranda條款取得第一次對犯罪嫌疑人不利的供詞，再以此讓犯罪嫌疑人在第二次訊問時產生不得不為相同陳述的心理壓力
。

參、我國刑訴法第95條與美國Miranda條款之比較

一、內容不同：

台灣：除了緘默權及律師到場權外，還必須告知罪名及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美國：僅限於告知緘默權及律師到場權。至於所犯罪名，由於美國法上認為起訴後，罪名對於法院及執法部門才有所拘束，起訴前執法部門的調查基本上不受限於任何罪名，故Miranda條款並不要求警方宣讀罪名。

二、實踐主體不同：

台灣：所有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主體，包括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法官等訊問被告時，即須告知被告權利。

美國：僅司法警察或行政官員（包括檢察官）訊問犯罪嫌疑人時適用之。

三、實踐前提不同：

台灣：被告接受訊問時，即須被告知第95條所列權利。

美國：被告在被逮捕或其他自由受限制的情況下受訊問才必須被告知權利
。

四、違背效果不同：

台灣：依刑訴法第158條之2規定，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在訊問受拘提或逮捕之被告時，未告知被告緘默權或委任律師之權利，其陳述原則上不得做為證據。法官、檢察官在訊問被告時，違反第95條，其違背之效果，則必須依第158條之4決定其效力。如果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訊問未受拘提、逮捕之被告時未告知其權利，其違背之效果亦必須依第158條之4決定其效力。

美國：司法警察或行政官員訊問受逮捕或其他自由受限之被告時，未告知其權利，當次之陳述不得做為證據。

肆、本文之建議-代結論

從前述立法理由可以知道我國刑訴法第95條是從外國移植的產物，相較於美國Miranda條款採行四十餘年來所建立豐富的實務準則，我國在這方面的實務發展可謂遜色許多。我國實務上操作刑訴法第95條，多半流於形式，不論法官、檢察官或警調單位多行禮如儀的對被告宣讀第95條所列基本權利，警調同仁則會請被告在筆錄例稿所載第95條基本權利旁簽名，以示知悉明瞭其權利。對於前述美國法中探討的問題，例如違反刑訴法第95條有無毒樹果實原則之適用，主張緘默權或請求律師到場權之方式以及警調後續如何處理等，實務上均尚未見有判決著墨。但我國刑訴法第95條所保障的權利其實可以上溯至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以及第16條接受公平審判的訴訟權，而且美國最高法院在Miranda案中指出警察為獲取被告自白所採行的手段而造成的壓迫性，在我國警調單位問案過程中同樣存在，因此真正落實刑訴法第95條有其必要。若如此，美國法上就Miranda條款發展出的實務準則值得我們參考，略述如下：

1、 被告主張權利後之效果應有規範：被告在主張緘默權或請求選任律師後，其效果為何？檢警調可否繼續訊問？目前並無明文規範，實務上如果被告請求選任律師，檢警調通常會停止訊問，直到被告律師到場。但被告如果主張緘默權，實務上通常繼續實施訊問並製作筆錄，但在問題後註記被告保持緘默。如此作法等同於容許執法人員持續透過具有壓迫性的氣氛與問題，獲取被告不利於己的陳述。因此為落實被告緘默權及律師到場辯護之權利，應規範一旦被告主張上述權利，執法人員應立即停止訊問。並且可以參考美國法規定經過一定期間或被告律師到場後，執法人員得以再次發動訊問。

2、 警調採行「question first」訊問方式應提前宣告第95條：

不可否認我國實務普遍存在前述美國法院在Missouri v. Seibert案中提及的訊問方式「question first」，也就是在實際製作筆錄前先口頭詢問被告與犯罪有關之事項，待獲取被告不利於己的陳述後，再正式製作筆錄。這在警調單位調查犯罪時，對於犯罪事實尚缺乏清晰輪廓之際，有其實際之必要性，否則筆錄製作期間會相當冗長，對被告反而不利。但檢察官應提醒警調單位，在口頭訊問被告時，即應告知被告刑訴法第95條之基本權利，避免口頭訊問部分連同後來的警訊筆錄都被認為違反第95條。這點在被告經拘提逮捕後，警方實施口頭訊問時更形重要，因為這時的訊問如果違反第95條，依同法第158條之2規定不具有證據能力。

第三章 淺論美國法目前死刑的概況
一、最高指導原則：憲法第八修正案後段規定：不得實施冷酷及不尋常的刑罰（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二、死刑執行概況：截至2010年1月為止，判決確定尚待執行的死刑犯有3,261人。自1976年至2010年1月止，共執行1188人，其中1999年執行人數達到最高，為98人，此後則有減少之趨勢，近五年執行的人數分別是05-60人, 06-53人, 07-42人, 08-37人, 09-52人。（資料來源：美國有色人種協會，NAACP）

三、死刑存續狀況：

（1） 有36個州加上聯邦法院及美國軍事法院尚保留死刑
。

（2） 有14個州及華盛頓特區已經廢除死刑。

四、美國死刑制度關鍵分水嶺：Furman v. Georgia案（1972）美國最高法院以五票對四票的些微差距判決美國所有的死刑制度全部違憲而失效，但是各州只要設計新的死刑制度，限制或指導陪審團行使關於死刑的裁量權
，以去除Furman案中對死刑多數意見所責難的武斷與歧視，即可被認為合憲。於是在Furman案之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州修正死刑制度，解決陪審團對死刑裁量權過大的弊病。其中有一些州有些諷刺的回復過去當然死刑的制度，規定一些犯罪類型的一級謀殺罪，只要定罪即必須宣布被告被處以死刑，這些犯罪類型包括預謀殺害警察、在一些法定重罪（felony）犯案過程中預謀殺人（類似我國結合犯概念），而完全剝奪陪審團對死刑的量刑裁量權。但是這個修法方向在1976年Woodson v. North Carolina及Roberts v. Louisiana二案中被最高法院認為：當然死刑制度違憲。另一方面大多數州修正死刑裁量權的方式是限縮陪審團裁量權，即在被告被認定構成一級謀殺或死刑罪之後，法官另外召開量刑聽證程序（Sentence hearing，有些州僅由法官主持，有些州則有法官及陪審團共同參與），透過衡平所有加重及減輕要素，決定被告應被處以死刑或終身監禁。這套裁量程序目前已經成為美國各州死刑制度的標準程序。在這波修法風潮後，美國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Gregg v. Georgia案中再次檢視死刑制度是否合憲，由Stewart大法官主筆的多數意見認為死刑制度並不違反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其理由是：要檢視死刑制度有無違憲，應該透過二個標準，第一是這個處罰是否該當於人類行為所發展出來的準則，這個準則會反應在當代公眾意見（Contemporary public attitudes）中。第二是這個處罰是否符合第八修正案所保護的人性尊嚴（Dignity of man）。Stewart大法官首先認為死刑制度可以通過第一個標準的檢驗，因為有客觀證據，也就是絕大多數的州在Furman案後仍然堅持立法制定死刑，而且有很多陪審團依據這些新法判決被告死刑，如此反應出來的公眾意見，可以很明確的說，死刑符合當代人類社會行為準則。其次Stewart大法官認為死刑制度沒有違反憲法第八修正案所保護的人性尊嚴，因為死刑具有預防犯罪及應報功能。儘管Stewart大法官也承認死刑是否具備預防犯罪功能不無爭議，但他認為這是立法者就刑罰學有關的政策考量，應該給予尊重。而應報主義是刑法中具有正當性並且確立已久的觀念，各州採取死刑制度的應報行為事實上引導社會中仇恨的能量，避免私人遂行非法的報復行為。

五、美國法目前為死刑案件類型劃定的原則

（1） 除殺人案件外，對其他類案件的被告處以死刑都屬於違憲。最高法院在Coker v. Georgia案（1977）中明確的指出，對強暴成人女性的被告處以死刑屬於過當的刑罰而違憲。但即便如此現在仍有一些州規定對一些反覆再犯強姦幼童罪的被告處以死刑，即使在被害人仍存活的情形。

（2） 對精神障礙及未滿18歲犯案的被告禁止處以死刑。最高法院稍早之前在Penry v. Lynaugh案（1989）拒絕認定精神障礙的被告可以免除死刑，而在Stanford v. Kentucky案（1989）也否認犯案時分別是16歲及17歲的被告不得處以死刑。但到了Atkins v. Virginia案（2002），被告Atkins的IQ僅59，屬於心智障礙，被認定其在強盜過程中預謀殺人，原本下級法院宣判被告Atkins應被處以死刑，但最高法院在此案卻明確宣告憲法第八修正案禁止對心智障礙者處以死刑。而稍後最高法院於2005年Roper v. Simmons案中也宣告憲法第八修正案禁止對於未滿18歲而犯案的被告處以死刑。

六、結論：從實證數字來看，美國法逐漸減少執行死刑，同時在死刑案件類型上逐漸劃定原則上僅殺人案件得處被告死刑，而且被告如係精神障礙或犯案時未滿18歲，亦不得處以死刑，這個趨勢與我國法關於死刑的概況相近。在論證死刑的存廢方面，從上述介紹，我們發現美國最高法院通常圍繞在死刑是否屬於冷酷而不尋常的刑罰而違反憲法第八修正案所要保護的人性尊嚴，由於「冷酷」「不尋常」是高度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而且會隨時代演進產生不同的詮釋，因此美國最高法院認為當代公眾意見是判斷死刑是否冷酷而不尋常，非常重要的依據。所以Stewart大法官會說多數州在Furman案宣告死刑違憲失效後，仍堅持制訂死刑，就已經反映當代公眾意見並不認為死刑是冷酷而不尋常。同樣的論證方法也常出現在其他關於死刑的重要判例上，例如在1987年Tison v. Arizona案，我們看到最高法院在判決文中引用統計數字指出多數州對此類案件仍採用死刑，從而導出死刑並非「不尋常」的刑罰。最後，美國法在Furman案後，透過「量刑聽證程序」由法官或陪審團酌量被告所有加重及減輕因素後，再判決被告應處以死刑或終身監禁，姑不論其制度設計之初衷是在限縮陪審團的裁量權，但其透露出來的制度精神是法院加重審慎量處死刑。回顧我國判決中之量刑，被告是否宣判死刑，通常取決於合議庭法官的一念之間
，問題是法官們此時衡酌的量刑因素，有時並不曾在審判程序中討論，卻直接成為被告量處死刑的因素，固然刑訴理論說量刑因素不須嚴格證明，但這裡牽涉人命的存續與否，是否應有不同思考呢？因此美國法院在Furman案之後，採取「量刑聽證程序」的作法值得我們參考，即不妨修正刑事訴訟法規定，如果法院認定被告構成尚有死刑的犯罪時，應另外召開量刑程序，通知檢察官、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被告及其辯護人出庭參與，並得邀請專家證人出庭，例如監所管理員（瞭解在監在押狀況）、觀護人（瞭解假釋後家庭生活狀況）、派出所警員（瞭解被告素行）等，並得積極展開所謂「修復式正義」，提供被告與被害人化解衝突的平台，如此經過廣泛的調查及討論後，再交由法官決定被告應處以死刑或其他刑罰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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